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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的历史阐释（笔谈）
韩志斌　邹芙都　郑　威　徐昭峰　谢乃和　梁　晨　郭　辉　董　杰

编者按　２０２３年６月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
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才能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方向和指南。本刊特邀韩志
斌、邹芙都、郑威、徐昭峰、谢乃和、梁晨、郭辉、董杰等八位历史学科（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科
技史）国家高层次人才工程入选者就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丰富内涵与时
代价值、深入认识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与意义等议题展开笔谈，以期为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
知识体系建构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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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需求、历史交往和理论自觉
———全球文明倡议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三重逻辑

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
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①。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一是共同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二是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
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
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三是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
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是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
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进步。“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继２０２１年９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２０２２年４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
向世界提出的又一理论智慧和公共产品，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各国在加
速演进的百年变局之中和谐相处、合作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正能量和活力。这也表明，中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３月
１６日，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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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者，“为人类谋
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一以贯之。

一、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需求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
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①“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
现实需求逻辑。
第一，“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全球化信息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适合现

代化市场经济的理性原则；科学创造性思维；民主主体方式；法制契约形态。上述特征为发展与完善现代
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精神奠定了基础，良性化了文明交往的矛盾冲突和开放过程。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
化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机制，其基本价值取向在于跨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形成人类社会的共同
氛围、共同利益，但仍保持不同文化的自主原创性。
第二，文明交流互鉴可以加强对现代工业文明危机的反思和批判，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开放

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创造性地解决传统性与现代性以及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之间的关系，促
进民族文化的觉醒，激发全球性或区域性组织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加强交往中非中心化趋势，凡此种
种浪潮，冲击着西方文化中心的霸权地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如同不同国度的人之间的交往一
样，越是了解得多，越会促使不同文明的结缘，以至于气也融融，心也融融，融合融化了“冲突”。人类的文
明史发展过程也表明，保持外部环境的开放性，扩大文明交往的范围，是发展生产力和文明成果传承的保
证。如果说“能量交换”使火山岩在高温高压环境下产生了瑰丽的宝石，那么，在广开国际交往、实行面向
世界的开放环境下，古老的文明必将在本土文化基线上实行创造性转化中获得新生，重现其世界辉煌②。
第三，文明交流互鉴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人类自身存在正处于空前危机中。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

进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发展和创造文明的理念和能力，就是不同文明的人们理解和对待交往
的态度。不同文明之间的障碍和鸿沟，是历史和现实社会中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文明的核心是人。“全
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是怀疑和否定以往各种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因为它是人类存在的传
统依据和栖息家园。失去了文化遗产，人类文明将不成其为人类文明。物质文明使人类享受着新的满足
感，而在精神文明方面却失去了依托。经济全球化使人们日渐失去原有传统的文化家园，而新的、坚实的
文化家园并未建立起来。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失去了旧世界，而没有建立起新世界，这成为冲突加剧的根
源之一。”③

文明交流互鉴使地缘上不同的文明个体实现互动、整合、交融。实际上，文明经不起孤独，孤独不能促
进文明进化。从世界上各种文明所具有的内在特质来看，交往的力量使每一文明都有其他文明的影子。
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应该顺应全球化规律，利用全球化文明对话和信息化提供的各种先进要素，摆脱困
惑，处理冲突，自觉择善，形成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文化价值、文化体制，从而完善现代性文明，为新时代
文化的发展提供机遇。

二、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交往逻辑

“全球文明倡议”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人类自然史和人类史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逻辑结果，体现了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身心的文明交往。人类文明交往是一个逐步摆脱野蛮性和旧的思想桎梏
而逐渐文明化的过程，而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价值观、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以及加强全球文明对
话则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唯一
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

①

②

③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３月
１６日，第２版。

参见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页。
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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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也就是说，历史科学是关于自然和人类交往互动
进程的宏观科学。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历时性交往进行考察，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分为三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人类的自然历史时期。这一阶段属于人类文明前史，原始渔猎经济是其经济形态。三大标

志性事件集中展示了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曲折历程。第一件事是源于自然动物界的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
来，即所谓的“人猿揖别”。人类开始赋予自然物质以人文因素，并意识到自身主体的物质和精神意义。第
二件事是人类用劳动之手和思维之脑创造石器工具，标志着人类逐渐进入文明状态。第三件事是以血缘
交往为内容的原始渔猎经济的生成，实现了兽性与人性的差异化分离、野蛮和文明的分野。
第二阶段：人类的文明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以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农耕文明为主体内容。人类从蒙昧

野蛮演进至文明开化，典型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国家机器的完善，经济形态由原始渔猎经济转
变为畜牧农耕经济，社会交往的形态由血缘为主向地缘为主转化，频繁且大规模的地缘交往催生出民族、
国家、地区和宗教共同体，促进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这一阶段，国家中央集权日趋强化，帝国霸权力量剧
增，等级制、宗法制、伦理道德成为影响至今的规制力量。
第三阶段：人类的世界历史时期，包括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全球化的信息知识经济文明。人

类文明交往的经济形态是兴起于工业革命的扩张型商品经济，其特点是大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特性以及跨国家、跨地区的生产方式和文明交往方式，使得地缘性的国家交往发展为全球性
交往，由此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自然历史阶段、文明历史阶段和世界历史阶段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是生产力革

命性变革式交往的结果。这种交往是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的排斥性交往，先进文明的产生是建立在落后
文明崩溃基础之上的。在此进程中，交往力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力，它和生产力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
会发展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主动力。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
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开化上升，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
步转变为全世界的历史。换句话说，文明交流互鉴演进的总趋势体现了“全球文明倡议”的基本精神：即从
情绪化走向理智化、从自在走向自为、从必然走向自由以及从对立、对抗、战争走向对话、合作、和平的文明
自觉的流变历程③。

三、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自觉逻辑

全球文明倡议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人类历史流变轨迹的理论自觉。从根本上说，文明交流互鉴
的理论自觉是历史的自觉。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一种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生命活动中所产生的历史哲
学理论与观念。文明的进步来自文明单位自身内部发展的交往成长，也来自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开放
交往。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１日，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讲到，“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
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④。这里提及
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自觉原则，即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交而通”是文明的全方位联系和交往的
良性互动，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尊重、理解、欣赏。“交而恶”指的是不同文明之间互相冲撞、颠覆、对立
和对抗，甚至是战争，这是一种恶性互动⑤。
文明交流互鉴的开始阶段是“模拟分解型”，即文明的初步互动。其高级模型是“整合创新型”，即一种

文明将其他文明改造、吸收、内化为本民族文化，这就是“交而通”⑥。交和通连在一起，体现了交流互鉴的
正面作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应遵守道德伦理的约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６页。
参见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代序”，第２－３页。
参见彭树智：《世界历史：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自觉时期》，《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第３版。
参见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第３４－３５页。
参见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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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除极端化思想，摈弃霸权化思维，弘扬理性化智慧。
“交而恶”指的是文明的自我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霸气文明，其特点是趋于高度保守、强势压弱势、

大国欺小国、强国侵弱国。但是，在“交而恶”的内外危机中，文明会由盛转衰、由衰而亡，遭遇不可避免的
失败。“交而恶”有两种极端倾向，即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自我中心主义。价值相对主义———漠视文明的
普遍性，如故步自封；价值自我中心主义———漠视文明的特殊性，如全盘西化①。这两个极端倾向都会表
现为头脑丧失理智，行为疯狂盲动，冲突尖锐化。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同价值观由冲突走向互相
融合的关键在于克服自我中心主义，使普遍性和特殊性达到统一。

２０１４年３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②上述讲话与“全球文明倡议”有异曲同工之妙。文明交流互鉴的“交而通”就是坚持一种求同
存异的哲学思维，即不同文明交往中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共同点。“和而不同”才是文明
交流互鉴理论自觉的至高境界。
交往的文明化，是在封闭时代一去不复返而面临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交往而会通，在交往中克

服差别，在交往中相互对话，相互理解，从而逐渐达到物物相通、人人相通，走向“交而通”、避免“交而恶”的
世界。人类已经认识到各民族、各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持发展自己的文明，同样也贡献自己的智慧于全
世界的整体文明之中。文明的表层是知识的积累，文明的深层是将知识转化为智慧，进而使智慧化为文明
交往良性互动的力量。只有走良性互动文明交往之路，才会“交而通”。任何一个文明内的创造，通常都是
同其他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果，文明都在与其他文明交往中获得启迪和力量。自我孤立的文明有一种典型
特征，那便是拒绝或漠视其他文明而不去“交而通”，因而总是趋于高度保守。至于那种自我中心的霸气文
明，以强势压弱势、以大国欺小国、以强国侵弱国，当他们的当权者到处扩张、我行我素时，内外危机在“交
而恶”的恶性互动中发展，这种文明便会由盛而衰、由衰而亡。
总之，现实需求、历史交往和理论自觉是“全球文明倡议”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三重逻辑。“全球文

明倡议”就是强调不同文明之间以及相同文明之内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流互鉴。文明交流
互鉴的终极目标是倡导不同文明的共存、共处，以及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是对不同文明的感性
探索、理性同情和深刻认知。和睦与和谐，是人类的理想境界；自尊和尊他，是人类的文明愿景。“全球文
明倡议”的目标是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将历史交往引到法制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正如彭树智教
授所言，“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的真谛在于文明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质”③。“全
球文明倡议”所蕴含的基本精神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里程碑。交流互鉴是文明之源，文明的生成与发展、繁荣与衰落都统一于人类历史交流互鉴的总进
程中。

立足文明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邹芙都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在新
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④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既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又要秉持
开放包容，立足文明互鉴，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

①

②

③

④

参见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第３３页。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彭树智：《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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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互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传统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既要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也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特质。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开放包容、和谐共生、交流互鉴的鲜明特质。

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稻谷遗存，经测定距今７０００多年，越南占城稻的老祖宗即由河姆渡
传入，再经改良后传回中国①。同样在河姆渡遗址大量出现的造船工具有段石锛，于１９７６年舟山群岛的
新石器遗址中被发现，并且与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几乎完全相同，其年代距今５５００年左右 。当地先民在楫
舟泛海中将生产工具和造船技术也传播到了更遥远的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②。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的
发现，从其结构与工艺的复杂性来看与欧亚草原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或许暗示，公元前１３世纪左右，
欧亚大陆中部与东部的人群曾在短时间内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活动”③。中
朝之间交往素有渊源，公元前１０世纪青铜时代古朝鲜就有与中国辽宁所发现形制一致的青铜短剑和突脊
曲刃。战国时代燕国货币明刀钱、战国青铜兵器和铁器皆在朝鲜北部地区有发现④。２０世纪初阿尔泰山
北麓巴泽雷克５号墓出土的茧绸鞍褥面尤为精致，Ｂ．Ｍ．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认为此类丝织品是中国制造；６
号墓出土一面秦式镜变形之一的白色金属制铜镜⑤。该考古遗存反映了公元前７世纪以降，以草原游牧
民族为主体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情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南越王墓原置于墓主棺椁“足箱”里的银盒，其本
身具有西亚文明特色的蒜瓣形花纹，后经国人改造加上铜制托底和汉代盖上小钮，成为时人与西亚海外文
明交流互鉴的见证，让人们看到了“东西合璧”的文化遗存⑥。１９５３年在西安附近的隋墓中出土东罗马金
币，证实了文献资料所记载北周与东罗马所进行的贸易情况。２０２１年西安东郊月登阁唐墓中发现一件角
杯，命名为“唐三彩胡人角杯”，具有明显的“神人合一”的特点，葛承雍教授认为该角杯是古希腊神话中“小
海神”特里同的艺术造型⑦，可见中希文化交流互鉴频繁。在辽代的辽墓和辽塔中出土有伊斯兰玻璃器，
以及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两件錾花铜盆，说明辽代与伊斯兰世界存在商贸往来。宋代与
北非、东非国家往来频繁，据考古发掘因瓷器数量巨大，北非被称为“中国古瓷博物馆”，东非被称为“中国
古瓷的储仓”⑧。
丝绸之路不仅开启了沿线国家的物质交流与文化互动，还为历史上的中外交流奠定了精神层面的融

通基础和人文基础。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境内逐渐形成了以新疆三道为主体的多出口、放射状交通网，
联通了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同时南下泰国、西去缅甸，将西域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连接打通。
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形成水陆相连的网络关系。“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
部主事王政君等请使赤土。”⑨出使赤土，是中国南海航行的重要一步。唐代海上交通承担起东西方经济
文化交流的重任，海上丝绸之路东起朝鲜、日本，西抵东非、北非、地中海东岸国家，中经日本海、黄海、东
海、南海，绕孟加拉湾，穿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过波斯湾和红海，进而联通起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阿拉
伯半岛、非洲大陆、欧洲地中海国家。唐代因兼收并蓄、睦邻友好，贞观十四年，“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
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10。郑和下西洋盛况空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参见陈炎：《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曙光———河姆渡文化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起源的意义》，见氏著《海上丝绸之路与
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页。

参见陈炎：《中华民族海洋文化的曙光———河姆渡文化对探索海上丝绸之路起源的意义》，见氏著《海上丝绸之路与
中外文化交流》，第９页。

王鹏：《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文化交流》，《考古》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参见周一良：《源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见氏著《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６０页。
参见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文化》，见张志尧编著：《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

摄影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参见吕烈丹：《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国》，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９－４０页。
参见葛承雍：《从爱琴海到唐长安————新发现唐三彩希腊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研究》，《文物》２０２３年第８期。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７页。
魏征等：《隋书》卷八十二《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１８３４页。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６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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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凡三十余国”①。
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绵延不绝，在兼收并蓄中守正创新。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

求。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文
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就是要在弘扬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
历史，坚守文明互鉴的历史逻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推陈出新。

二、文明互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内涵与时代要求。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繁荣，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把握好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总体趋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现实支撑。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互鉴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各民族都

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
立的重要条件。”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③的重大任务。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树立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而且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地走向世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要以自信、从容、豪迈、尊严的姿态走向世界，努力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必须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在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交流互鉴中，要立足中
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进一步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国际上树立起可敬、可爱、可信的中国形象。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互鉴是中华文化秉持开放包容的内在本质。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的今天，不同文明只有包容共存、交流互鉴，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
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④这就要求我们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要融通中外，又要贯通古今，在“第二个结合”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下，向内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向外关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为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就是要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⑤的气魄，
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开创新辉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互鉴是中华文化坚持守正创新的客观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守正才
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⑥。守正就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道、
正气，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坚守“两个
结合”的根本要求为遵循。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推动文化
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动力源泉。吸收和借鉴其他优秀文明的新思路、新方法，创造适应
中国式现代化运行发展的新机制、新制度，在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文明互鉴中，用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不断激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中华文化
的不断完善和向前发展；同时，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实际，也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为人类现
代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样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零四《郑和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７７６８页。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延续民族文化血脉》，见《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２７９页。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编著：《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３８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４４１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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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互鉴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要义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时代
所需、是国家所需、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需。在世界文明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的今天，立足文明互鉴这
一实践要义，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正是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
新，更是深刻把握“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体现。
文明互鉴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实践思维。中华文化的魅力在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

明的特点在于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
态，也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更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秉持立足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
实践思维，能更加全面地让全世界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明，通过文化担当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透析社会发展问题，立足文明互鉴，进行价
值整合与导引，这是我们的实践主旨；进而达到在交流互鉴中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价值体
系，让世界理解中华文化因守正创新而源远流长、因博大精深而兼济天下、因交流互鉴而共享繁荣这一整
体构想；全面展现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开放包容的思想引领发展、以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支撑建设、以
求实创新的科技发明增强国家实力、以繁荣富足的现代化发展满足人民需求这一目的。
文明互鉴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实践创新。中华文明因交流互鉴而绵延发展，因兼收并蓄而

创新超越。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不仅推动了经济贸易的繁荣往来，更
促进了中西方国家在文化层面的理解与认识。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认为：“汉学在给世界进一步介绍中
国方面能起很大作用。首先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然后更要让世界正确地理解中国。”②意大利汉学家麦克
雷表示，研究汉学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很重要。中国文化有一个特色，就是求同存异，这种文化对世
界有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学习③。文明的交流、思想的碰撞、技术的革新，无一不为人类社会的发
展提供着全面的审视、全新的理解、全方位的思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不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简单继承，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坚守中国立场，结合现实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
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新时代社会道德规范，在文明互鉴的影响下形成新理论、新方法、新思维、新机
制、新体系，守正创新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促进科技发明和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最终创造符合中国式现
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互鉴对加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
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文明互鉴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实践力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倡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文明，既具有民族性，更具有世界性。文明互鉴不仅交流借鉴
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高度
肯定了中国古代科技对改变西方文明进程和推动世界文明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在人类了解自然和控制自
然方面，中国人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贡献是伟大的。”④今天面对西方科技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我们亟需
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立足文明互鉴、坚持文明平等、推进文明对话、推动文明进步，这是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逻辑，不仅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建
设、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而做出的努力。立足文明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注入了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提供了实践动力，而且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产生重大影响。

①

②

③

④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编著：《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第５６－５７页。
记者白波：《全球汉学家共聚北京：汉学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北京日报》２０２３年７月５日，第１２版。
参见记者姚远：《专访意大利汉学家麦克雷：北京文化论坛是一张很好的城市名片》，《新京报》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５日，

第Ａ１１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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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共贯、向内凝聚：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地理因素
郑　威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九州共贯、多元一
体的大一统传统”是其中之一：“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
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①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世界范围内是绝
无仅有的，而“向内凝聚”的统一性既是文明绵延不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和保障，二者互
为表里，密不可分。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逐渐受到重视。董仲舒说，大一统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
通谊也”②，统一成为人们的共识。至昭宣时代，如何实现真正的大一统，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时人王吉
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③六合指上下及东西南北四方，概指天下；天下分为九
州，九州是中国的代称；“贯”指通贯、贯穿始终。王吉倡导“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提出从文教入手，实现九
州畅通、九州一统，充分体现了汉朝人的“大一统”思想。

汉代以降，九州共贯、向内凝聚的理念成为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的重要基因，对维持文明的连续性和统
一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面对宏阔的疆土和不同的人群，九州共贯的地理观念、细密完善的政区体
系、深入融合的多元文化，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这一基因。

一、九州共贯的地理观念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版图形成于元明清时期，东南有漫长的海岸线，北有大漠草原，西北临帕米尔
高原，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元史·地理志》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
表。”④《大明一统志》有类似的表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⑤从自然地理上看，四面皆
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相对独立。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特别是与地处交通要道上的文明相比，相对独立意味
着能够较为稳定地开展生产生活，形成连续的文明，而这也是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未中断文明的重要地理
背景。

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国政治地理观念形成的基础。从自然区的内部来看，自古以来的中华
文明东西南北四方辐辏于中原，政治地理上呈现出向内凝聚的统一性特点。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的渊
源，可追溯至上古典籍中，而在历代地理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历史文献中有关大一统政治地理观念的记载，始见于大禹治水、划分九州。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豳公盨
铭文称：“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⑥这是目前关于大禹治水最早的确切记载。大禹根据地形走向疏浚河
川，让被淹没的土地重新显现，以供人民居住。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有关大禹治水的记载越来越多地与天
下一统的地理观念相结合，形成了若干种文献，其中传世典籍以《尚书·禹贡》为代表。在邦国林立、诸侯
割据的战国时期，《禹贡》打破了分裂局面的限制，从大一统的天下观着眼，以王畿区为中心，将天下各地划
分为九州，将山川河流、四方部族人群全部纳入同一个政治地理体系，建构出了完善的大一统地理观念。

《禹贡》首先记载大禹治水之后的政治地理区划，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班固：《汉书》卷五十九《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５２３页。
班固：《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３０６３页。
宋濂等：《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１３４５页。
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图叙》，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１７年，第７页。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１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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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豫州、梁州、雍州，详细叙述了各州的地理范围，大禹在每个州的治水情况，以及治水后的山川、土壤、物
产等，最重要的是记载了每一州向王畿区进贡的物品及所经行的河川贡道。比如东方的兖州，地理范围是
“济、河惟兖州”，在济水、黄河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兖州的范围，兖州的贡物为“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贡献
漆、蚕丝和用竹筐盛放的织物，贡道是“浮于济、漯，达于河”①，乘船从济水、漯水进入黄河，经黄河到中原
一带进献贡物。

九州之后的部分，一般称作导山、导水，记叙了洪水安定之后天下的山脉、水系分布情况，反映了禹治
水之后的自然地理全貌。依据因势利导的理念，将高山、群岭归类排列，显示山脉的走向；将河川疏导之
后，形成了弱水、黑水、黄河、漾水（汉水）、长江、济水、淮水、渭水、洛水等水系，囊括了当时能够认识到的所
有山川。《禹贡》文字简要清晰，准确度较高，体现了战国时期人们已超越列国的限制，具备了全面的自然
地理知识。以漾水为例，《禹贡》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

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②漾水源出嶓冢山，东流称汉水、沧浪水，至大别山（或说今龟山）入长
江，经彭蠡泽后，为北江（三江之一），后汇入东海，所记载的汉水河道情况清晰准确。

《禹贡》接下来以王畿区为中心，按照内外圈层模式建构了从核心到边缘的五服系统。首先描绘了治水
之后天下的统一形势：“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③九州土地经过治理
已大致相同，四方境土皆可安居，九州的大山均已斩木成道，九州的河川已疏通、低洼之地已汇潴成湖，不再
泛滥，四海之内皆能通过交通贡道会同于王畿。接着讲述了天下的治理情况：“六府孔修，庶土交征，厎慎财
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④掌管贡赋税收的府库已整饬完备，各州的土地已勘定等级，天下的土地按照肥瘠
情形，分上中下三等确定税额，向中央缴纳税赋。在此基础上，按照距离王畿的远近，每五百里一个层级，由
近及远地划分了文化地理结构：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以王畿为
中心的“五服”圈层体系，是在大一统的天下观之上衍生出来的层层递进的文化地理结构，体现了整齐划一治
理天下的地理观念，以及期望达到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⑤的政治理想。

《禹贡》从政治、自然、文化三个层面塑造了天下一统的地理格局，反映了早期华夏民族融合、九州统
一、向内凝聚的天下观、国家观。在《禹贡》之外，先秦秦汉的典籍中，《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
《吕氏春秋·有始览》等都以九州来规划天下；出土文献方面，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时期楚地竹书《容成
氏》一篇中，也记载了完整的九州地理体系，时代可能比《禹贡》更早。这说明夏商以来，九州共贯的中华文
明大一统政治地理观念已深入人心。

《禹贡》开创的大一统地理观，经后世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继承和发扬，愈发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清人
李振裕在为《禹贡锥指》作序时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
者。”⑥《禹贡》之后，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上追黄帝，下迄秦汉，对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地理观念又有
进一步的申述：“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尧遭
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⑦自此以降，历
代地理志书皆宗《禹贡》《汉志》，从地理观念方面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塑造。

二、细密完善的政区体系

《周礼》开篇《天官·叙官》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⑧周天子封邦建
国之时，先辨正方位，再区分国野，按照不同的区域分设职官统领百姓，人民能够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体
国经野、设官分职意即建立完善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周人的行政体系，在战国时期土崩瓦解，但统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５５０页。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７８３页。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８０７页。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８０７页。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８２２页。
胡渭：《禹贡锥指》，邹逸麟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１２页。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２３页。
孙怡让：《周礼正义》卷一《天官·叙官》，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９、１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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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仍然深入人心。以《禹贡》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在秦汉时代通过细密完善的
行政区划体系得到了确切的施行。
秦王朝一统六合之后，面对如何管理广大疆土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丞相王绾等主张分封诸侯，廷尉李

斯坚持废分封、行郡县：“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
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
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①从天下一统之后的形势来看，列国旧贵族仍暗中互动，谋求复国。如若分封，势
必会重蹈周王朝分崩离析的覆辙，李斯的建议为始皇帝所采纳。秦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②为避免统一后的王朝再次分裂，秦分天下
以为三十六郡，以郡辖县，实行单一郡县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汉人继承了《禹贡》的大一统地理思想，将秦代的郡县制纳入九州体系之中，至汉武帝时，形成了十三

州部。《汉书·地理志》载：“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
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③西汉的十三
州，虽然比《禹贡》多出四州，但地理范围并无太大变化。十三州中，冀、兖、青、徐、扬、荆、豫七州见于《禹
贡》，益州即《禹贡》梁州，凉州即《禹贡》雍州，并州析分自《禹贡》冀州。增加的交阯（交州）、朔方是武帝灭
南越、攘匈奴之后所置；司隶即王畿地区，由冀、雍、豫等州分出。
自此开始，《禹贡》所描绘的地理构想与政区体系相融合，走向了现实中的国家治理。以王朝都城

所在的司隶为核心，环以十二州，在州一级监察区之下，是秦代以来建立的以郡统县、县辖乡亭里、里有
什伍（十家为什、五家为伍）自上而下细密完善的政区管理体系。《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县大率方百
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
循禁贼盗。”④《续汉书·百官志》：“亭有亭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
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⑤从州郡县到乡亭里，再到什伍，通过政区地理体系和编户
齐民制度，中央的政令能够准确迅速地传达到基层。显然，相较于《禹贡》九州，汉代的十三州体系具有更
强的一统性。
东汉末年献帝时期，曹操将十三州恢复为《禹贡》九州。《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

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杨、冀、益、
雍也。”⑥曹操力图恢复《禹贡》九州，说明周秦汉以来形成的九州观念已然深入人心。此后的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虽然国土分裂，但各个政权均认同华夏正统，以统一九州、复原旧疆为己任。在人们的心目中，

辽阔的华夏九州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短暂的分离阻挡不了统一的洪流。这一全民共通的认知对华夏文
明统一性的发展与巩固，具有深远的意义。
两汉以降，行政区划名称屡有变改，州制之后，唐有道，宋置路，元明清设省，但基层的县级政区得到了

继承。直至今日，仍然维持了以省统县、以县辖乡的政区体系。可以说，细密完善的政区体系是一以贯之
的，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建立的治理体系维护了华夏的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保障。

三、深入融合的多元文化

天下九州地域广阔，东西南北各地自然环境差异明显。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文明从起源之初就富有多
区域特色。在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区域文化如满天星斗，散布于中华大地。随着地域间接触和交流加
深，文化在竞争中不断融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今天我们熟知的三晋文化、巴蜀文
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皆可追溯至两周列国，这是我国地域文化的发源时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３０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３０７页。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４３页。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７４２页。
范晔：《后汉书·百官志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６２４－３６２５页。
范晔：《后汉书》卷九《孝献皇帝纪》，第３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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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①不
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文化风俗，管理者“修其教”、“齐其政”，在地方推行政治教化的同时，不易其
俗，对地方文化持尊重的态度。两周时期，地域文化百花齐放，周王室专设采诗之官，了解各地的地方风
俗。《诗经》约三百篇，其中记载西周至春秋中期地方文化的《国风》共一百六十篇，涵盖十五个诸侯国和地
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大约相当于黄河中下游至淮河流域的广大地
区。不同地域的文化通过采诗等形式相互传唱、交流，求同存异，多元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形成。

地域文化的多元并存、交流融合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在中华文明的元典时代，思想文化在不同地
域蓬勃发展，比如儒家起源于鲁，墨家始于宋，道家或出自楚，法家源出三晋，阴阳家兴盛于齐。这些起源
不同的诸子学说，最终多元融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秦汉时代，国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独尊儒
术，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大一统，但地方文化的多元性得以保留，共同营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不同经济区的特色文化：“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江淮以南，无冻
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

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②以江、淮为界，

南方地广人稀，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缓慢，北方人口稠密，不同区域亦各有特色。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
引述成帝时刘向的“地分”、朱赣的“条其风俗”两篇，条析了汉代的地域文化，如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
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③，

农桑文化兴盛；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④，民间信仰兴
盛，遍布神祇祠庙等。不同地域文化的兴盛、发展、传承，都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集中体现。

多元文化的深入融合及其对中华文明牢固凝聚的促进作用，在统一王朝建立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秦至汉初完成了对六国文化的多元一统，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新增加的河西走廊、岭南、朔方等地，在保
留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就融汇到中华文明之中。此后的朝代，无论是农耕文化占据主导，还是游牧文
化进入中原，最终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多元文化的深入融合，是中华文明向
内凝聚的重要基础。

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夏商周时期的观察

徐昭峰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其中，“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
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⑤。可以说，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
内生动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历史变迁而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正是
得益于其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⑥。下面我们从国家产生和早期发展阶段的夏商周时期观察中华文
明突出的创新性特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十八《王制》，吕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３７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３９６８页。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１６４２页。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１６６６页。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２０２３年第１７期。
参见胡代松：《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新湘评论》２０２３年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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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商周时期物质文明的不断创新

夏商周时期的物质文明创新不胜枚举。首先是夏商周时期的生业、农业生产的不断提升。早在新石
器时代早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就形成了北粟南稻的格局。随着南北文化的互动，农业生产首先在南北交汇
的中原一带形成农业的多样性，而农业的多样性正是农业发展发达的反映。夏代，根据洛阳皂角树遗址的
浮选，发现当时种植的粮食作物有粟、黍、水稻、大麦、小麦、大豆和高粱等，可谓五谷丰登。夏代二里头遗
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显示，狗、猪、山羊、绵羊和黄牛可以确定是饲养的家畜。进入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青
铜农具在农业中也有较多使用，包括酒器的大量发现等，无不说明农业的进步。在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以
及小双桥遗址均发现大量的祭祀用牲和墓葬殉牲，说明商朝的家畜饲养业也较夏代发达。由甲骨文可知，
晚商时期，商王经常举行占卜、祭祀等活动表达对农业的重视，并任命官吏管理农业生产。除农业生产外，殷
墟发现的晚商的祭祀用牲和墓葬殉牲数量更多，因为祭祀用牲数量的增多和战车的出现导致用马数量增多，
除了让方国进贡，还在王畿内外设置牧场。西周更为重视农业生产。《诗经》《周礼》《礼记》等记载了天子亲
自启动农业的播种，还包括农田、收割、入藏等过程和管理，农具的描述，节令与农业生产的对应，种植的粮食
种类有百谷之称和六谷之称，见诸《诗经》记载的粮食种类有１０余种，还有对粮食丰收的年景和粮仓盈满的
描述。东周时期，农业更为发达，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频繁与惨烈使得各诸侯国更加注重农业生产，奖励
农耕，甚至出现了重农抑商的法律条文。轮换休耕的畎亩制的推行，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铁质农具的使用，
牛耕的推广，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农学著作的出现，无不说明东周时期的农业生产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是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与不断发展。距今４０００多年前的古国阶段，在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岗等

遗址发现有青铜容器残片和青铜铃，说明该时期已经发明了复合陶范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为夏商周王朝的
文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距今约４０００年，中国进入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夏，以二里头
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工具和武器等，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青铜
时代。商代的青铜器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纹饰繁缛，出现了青铜农具。殷墟青铜器基本都是范铸法铸造
的，器形简单的用浑铸法，复杂的则用分铸法。偶方彝、三联甗、重达８３３千克的司母戊大方鼎等的成功铸
造，充分体现了商代冶铜工艺的成熟与高度发展。商末和西周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高峰时期，如四羊方尊
等青铜器就充分体现了商周之际青铜冶铸业发展的鼎盛。西周时期有许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重器传
世，且多有长篇铭文。但商周青铜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商以酒器组合为主，西周则以食器组合为主，同时
西周形成了“辨等列、明尊卑”的列鼎制度，影响深远。东周时期，青铜冶铸的失蜡法是冶金史上的重大进步，
如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铜禁等。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装饰出现了鎏金、刻纹、錾花、掐丝等工艺，战国中晚
期的青铜器常将多种工艺集于一身，显得无比华丽。同时，发现于西周时期的人工冶铁技术，至春秋时期已
有较多发现，至战国时期普遍运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我国
由此进入铁器时代，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封建时代。
再次是陶瓷器的发明和使用。陶器在距今１００００年前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在我国出现，经历查

海时代的褐陶、仰韶时代的彩陶和龙山时代的黑陶，夏代出现了白陶，更在东下冯遗址发现有原始瓷器。
进入商代，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证明陶瓷手工业较以前发达，广泛使用先进的白陶、硬陶，原始瓷器有一定
的发现。西周时期，原始瓷器的数量和器类较晚商明显增多，仅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可复原者
多达２２４件。研究表明，这些西周原始瓷器基本上接近现代瓷器的标准，可见当时原始瓷器的烧制已经达
到相当高的水平。
最后是城市建设及建筑的不断创新完善。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学界也一般将城

市的出现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之一。夏代，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斟 ，其方正的城市道路网形成的“九宫
格”式城市布局开启了我国宫城居中的先河。一般认为，宫城内复杂的宫室建筑具有“左祖右社”的意味。
宫城北的祭祀区和宫城南的手工业作坊区与宫城形成整个城市的南北轴线。商代郑州商城规模宏大，面
积达２５平方千米，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构成。内城具有宫城性质，发现了数量庞大的宫殿建筑群基址，近
年在内城东南部发现有可能是王陵区的金覆面大墓。外城具有郭城的意味，手工业作坊、普通居住址、中
小型墓葬等均发现于内城外、外城内。偃师商城宫室建筑比二里头遗址更为庞大和复杂，宫室建筑的北面
建有祭祀场和池苑。殷墟作为晚商的都城，规模达３６平方千米，宫殿区内发现多达５０多座夯土基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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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夯土基址包括宗、庙、殿、寝等，侧旁有大型池苑。殷墟西北冈有用环壕围建的专门的王
陵区。小屯宫殿区外围道路四通八达，河网密布，普通族邑居址、族墓地、手工业作坊遍布其间。西周的周
原遗址近年来发现１座小城和１座大城。周原遗址已发掘一大批大型的夯土建筑群如凤雏甲组建筑基址
群、召陈建筑基址群、云塘和齐镇建筑基址群等，手工业作坊区、青铜器窖藏、建筑基址群和成组墓地遍布
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外围。丰镐遗址隔河而建，在丰邑和镐京均发现了大型的建筑基址群、多处大型水
系、手工业作坊区、青铜器窖藏和成组墓地。洛阳瀍河成周城发现有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大型的铸铜
作坊遗址、大型的祭祀遗存、泾渭分明的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等。《周礼·考工记》不仅追述了夏商周的明
堂建筑，而且对周代都城的基本布局和规制作了详尽描述。东周时期战争频发，为适应这种形势，都城的
选址和建造基本遵循《管子·乘马篇》的思想。从考古发现来看，东周王城基本遵循管子的选址和建城理
念，可谓四水之地，具有和谐的人地关系考量。东周王城宫室建筑复杂，宫城居于西南部，在战国时期宫城
一分为二，西为宫城，东为仓城。春秋时期宫城面积宏大，发现有成组的夯土建筑基址群。战国晚期，在郭
城外西南营建一座小城，城内营建复杂的宫室建筑，即瞿家屯战国夯土建筑基址群。东周王城东南部、中
北部和西南３．５千米处发现有王陵区，宫城外郭城内遍布中小型墓葬、手工业作坊、普通居址、道路和水
网，其中在东周王城的北部发现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在王城公园一带还发现有建筑基址，可能是市场遗存。

在秦都雍城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市。市场的出现说明东周时期贸易发达，也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的职能。
除此之外，水利设施、玉器制作、养蚕丝织、漆器制作、制车业等物质文明在夏商周每个时期都有创新

发展。物质文明的不断创新成为推动夏商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源泉。

二、夏商周时期制度文明的不断创新

夏商周时期的制度文明历经２０００年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最终形成，影响整个帝制的封建时代，一些至
今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首先是继承制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根据相关文献，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选贤举能的禅让制。在这

个过程中，实际上交织着禅让制与世袭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大禹死后达到了白热化，“及禹崩，虽授益，益
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①。自此后，继承制由禅让制变
成王位世袭制。整个夏代，这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世袭制运行基本良好。夏灭商立，早商王朝实
行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的王位世袭制，但已经显现出极大的问题。商王盘庚解决这一严重影响国
运的内讧的手段是迁都。迁都之后的商王朝实行的是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的王位世袭制，继承制
发展的趋势是向嫡长子继承制转变。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始行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载：“立
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②自此以后，嫡长子继承制成为３０００余年遵循的继承制度。
其次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创新。据《史记·五帝本纪》，五帝时代，即以德治天下，夏商亦然。《史记

·夏本纪》记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与“桀不务德”相反，“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
伐夏桀”③。商灭周立，周公以夏商礼乐为基础制定周礼，也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历史进入以礼治天下的
时代。《礼记·明堂位》：“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④礼乐制度实质就是宗法制度
和等级制度相互结合的礼仪，将其作为时人的行为准则，上到祭祀、典礼、外事、宴享等政治活动，下到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行为举止等，都必须符合礼仪规范，皆如《诗经》所描述的“莫不令仪”⑤。西周王朝以
此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礼记·经解》：“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
来也。”⑥阮籍《乐论》：“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⑦至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政由方
伯，于是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开始松动。春秋末战国初，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诸侯国之间战争规模的不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３页。
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第８８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３４页。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１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阮籍：《阮籍集校注》，陈伯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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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扩大，礼乐制度由松动而终至崩解。春秋时期，伴随着以礼治天下的制度松动，以法治天下的思想开
始萌生，管仲、子产等成为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相继在各国变法，

在政治、经济、军事、土地等方面提出来一系列变法措施，以法治国，法教兼重成为主流意识。至战国末期，
韩非子将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合而为一，终成法家思想学说之集大成者。法家崇尚实用主义，

强调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立足制度建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秦国以《韩非子》法治思想为理论依据，加强
中央集权，最终统一了华夏大地。

再次是地方管理行政制度的不断探索和创新。根据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夏国家是以夏后氏为主体、包
括众多独立族邦在内的族邦联盟，实行的应为内外服制。夏王朝的与国是为内服，外围方国是为外服。夏
商时期，王掌控的国土面积狭小，仅为王畿之地，无大片领土及民众可以分封，只是承认既存方国，给予封
号而已。早商直至晚商，商王朝均存在一个地域广大的直接统治区，或谓之王畿地区，即内服之地；文献及
甲骨卜辞中所提到的“四土”“四方”，指的是畿外，即外服方国。小邦周灭了大邑商，国家地域空前扩大，殷
遗民实力并未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依然强大，武王死后的“三监之乱”和东方诸国的薄姑、商奄叛乱就是明
证。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分封制就势在必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
戚，以蕃屏周 。”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蕃篱，屏蔽周室。”①这是分封制实行的初衷。周
王先后分封的重要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等。西周的分封制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分封制
的实行切实巩固了西周的统治，拓展了疆域。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日趋惨烈，周王
室衰微，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逐渐丧失，“分封制”逐渐崩溃。同时，随着世卿世禄制被官僚制取代，边地
逐渐由采邑制转为县—郡制。春秋后期，县制开始逐渐推行于内地，并转变为作为地方管理机构存在的官
僚制度。战国时期，在若干个县上设郡，郡在建制上的地位高于县，并逐渐形成了郡县两级地方组织。至
战国末年，各国郡县的设立已很普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郡县制作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制度，标志着封
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此外，还有法律制度、官僚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盟会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的制度。正如有学

者所言，制度文明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有效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改
革创新发展的，而且在持续推陈出新中维系着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连贯性与整体性②。与世界其他地区
相比，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极具特色，在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创新方面尤其突出，不仅为中国社会的长期
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而且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夏商周时期精神文明的不断创新

正如有学者所言，筑基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之上的精神文明，代表了中华文明在文化领域取得的突
出成就③，包括记载精神文明的文字和典籍、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敬天法地的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成就。

精神文明的不断创新，又推动着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一是文字的出现。史前时期开始出现的刻划符号可以视为文字的前身。在陶寺遗址的陶扁壶上出现

的朱书陶文被释读为“文尧”，这也是陶寺遗址被认定为尧都的一个新的证据。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有
刻划符号的陶器，《偃师二里头》发掘报告公布了１３种陶文，曹定云先生经过考订认为这就是夏代文字。

进入商代，郑州商城发现１１个字的商代牛肋骨刻辞，学者们经反复讨论认定为商代前期的刻辞，为甲骨文
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郑州小双桥隞都遗址发现有书写于陶缸上的朱书文字，发掘者宋
国定先生认为，小双桥朱书文字与甲骨文、金文是属于同一体系的古代文字，明显早于甲骨文和金文，是目
前发现的第一批早于商代甲骨文和商周时期铜器铭文的书写文字。商代晚期在殷墟发现大量的甲骨文，
据统计，总计１５００００余片，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３５０００余片，单字数量约４０００字。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
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不仅在殷墟发现有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在山东大辛庄
和陕西周原也有发现。同时，商代晚期还出现大量的金文，以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为主。商代晚期甲骨

①

②

③

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５６－２５７页。
参见何星亮：《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日，第９版。
参见王博：《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人民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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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金文的扩散，表明作为一种官方文字的推广，意义深远。西周甲骨文发现数量不多，除山西、北京和河
南洛阳以外，集中出土于周原和丰镐，西周甲骨文应该和商代甲骨文一脉相承，但在甲骨的形制、钻凿形
态、文字契刻和记时方式上都存在差异。西周最重要的文字载体是商代已经出现的金文。西周初年金文
渐兴，主要是字数逐渐增多，甚至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铭文。西周早期的金文被称为波磔体。西周晚期的金
文自然圆浑，被称为“玉箸体”，是西周金文的纯熟时期。东周时期，诸侯称雄，文化繁荣，文字也是千姿百
态，蔚为大观。秦承袭西周故地，也承袭了西周文化，秦之金文主要沿用西周晚期开始出现的大篆，战国时
期大篆演变为小篆。东方诸国则“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其中南方地区春秋末年出现的鸟虫书一直流行
到战国前期，春秋晚期晋国的错金书也别具特色。东周时期文字除金文外，还有竹简、木犊、帛书、石碣文、

盟书、陶文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小篆成为官方统一的文字，文字交流更加便利，文化传承得以加强。

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学者认为，先秦诸子开启的中国轴心时代是第一次精神
突破的高峰，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前诸子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诗》《书》

等为代表，笼罩在天命和鬼神的信仰之下①。《史记·夏本纪》中“帝孔甲立，好方鬼神”②，说的就是天命和
鬼神。商周亦然，《尚书·汤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③《史记·周本纪》

武王灭商后“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④，反映的就是天命观。除此之外，夏商西周时期大量的祭祀遗存
和甲骨占卜均反映了夏商西周时期的天命和鬼神思想。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剧烈变革，新的社会秩序亟待建立，与之相适应，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轴心时
代正式开启。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流派主要有儒、道、墨、名、法、阴阳、农、兵等家，对后世影响最大者为儒、

道、法三家。儒家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创始，“仁”与“礼”是其思想学说的两大核心内容。战国时期，孟子创立
了影响至为深远的“仁政”学说，孟子思想中的精华是“民贵君轻”论，可以说将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荀子则由“礼”推衍出一整套社会政治思想体系，又将“法”的概念纳入“礼”的范畴中。道家的创始
人老子第一次用“道”的运行来阐释宇宙万物的生成与演变，首次揭示了“对立统一”这一辩证法思想。老子
提出的“道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鬼神的权威，是中国传统哲学理性认识世界的开端。法家的代表人物
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人物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韩非。法家是诸
子百家中与现实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学派，不少法家代表人物直接就是各国政治改革的设计者。法家对先
秦政治制度的变革起到了理论上的奠基作用。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主张通过“法”“术”“势”三
者的结合，建立一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⑤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府。这套理论的
提出适逢秦统一六国的前夕，因而很自然地成了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思想基础。正
如学者所言，儒家、道家、法家等相激相荡，相融相通，显示出中华民族思想世界的创造性和丰富性⑥。

三是“敬天法祖”和观象授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敬天法祖”源于《礼记·郊特牲》中孔子的话：“万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⑦《明史》曰：“敬天法祖，无二道也。”⑧敬天
法祖，就是敬奉上天，同时拜祭祖先，大抵是祈望上天风调雨顺，祈求祖先福泽庇佑。“法祖”后延伸为“效
法祖先”之意，包括祖宗、祖制、祖法等。敬天信仰就是天人感应信仰，敬天的方式是祭天。而观象授时的
核心要义就是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距今５０００余年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就是最早的敬天法祖合二
为一的圣地。同时我们也看到，史前时期发现的天文遗存，如双槐树北斗九星天文遗迹、荥阳青台北斗九
星天文遗迹、陶寺的观象台遗迹等，均是观测天象的遗迹。所以我们看到史前时期的先民不仅祭天，而且
观象授时，制定历法并指导农业生产。夏都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北部的ＶＩ区和ＩＸ区是专门的祭祀区，发
现有大量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应是祭天礼地的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宗庙遗存的２号宫殿也发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王博：《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人民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１４期。
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第８６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１２６页。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４４页。
参见王博：《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人民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１４期。
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８０１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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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祭祀遗存。结合《史记·夏本纪》等文献的记载来看，夏人注重敬天，但也拜祭祖先。《夏小正》虽然成
书较晚，但一般认为是源于中国夏朝的农事历法知识，说明夏代已有比较完备的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商人
尊神敬天，《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①郑州小双桥遗址的高台夯土建筑可
能即为祭天的燎祭遗存。殷墟小屯丙组基址大部分或为祭天的燎祭遗存。但商人也崇拜祖先，在殷墟西
北冈王陵区有排列整齐的排葬墓，可能是祭祀先王的遗存。《殷历》也叫《殷正》，商代的历法是阴阳合历。

根据甲骨卜辞，殷人已经广泛应用了干支纪年，有许多关于十二月的记录。甲骨卜辞中已经有了日食、月
食、星星等记录。殷王室非常重视春耕和秋收，卜辞中有许多相关记载。周公制礼作乐，《周礼》在敬畏自
然天地的基础上，揉进“以人为贵，祭祀祖先”的基因，祭天、祭祖成了同样重要的事情，并都有详细的礼仪
和程序，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周历法据大量的金文资料和《诗经》，已经使用十二地支来记时。

二十八宿是春秋时确定下来的，但二十八宿中的一些名字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周代历法的另一个进
步是能定出朔日。中国早在距今８０００多年前就出现了共有的“敬天法祖”信仰或观念。祀天行为和敬天
传统的延续传承，成为后世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见证和思想源头，现在则发展为尊重自然、敬畏自
然的观念。祖先崇拜和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深刻影响了东亚地
区的社会建构②。观象授时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天文知识和农业文明的进步发展。

从夏商周时期这一时段的观察可知，革故鼎新、勇于创新、不断创新等创新精神成为熔铸于中华五千
年优秀文化的文明基因。创新精神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阶段，体现在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正是
这种突出的创新性，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
文明上的持续繁荣发展，并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５０００多年至今未曾
中断的灿烂文明。

从多重资料所见“封建”看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演进
谢乃和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关于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尤其是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演进方式，究竟是因袭还是革新，２０世纪以来
学界一直存有变革论和损益论两种学术观点的对垒。论争的一方以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
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③的观点为据，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是为损益论。论争的另
一方则以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④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夏商周三
代在殷周之际以封邦建国的“封建制”为代表的制度文化存在剧烈变化，是为变革论。究其事实，从传世文
献、古文字和田野考古等多重资料所见“封建”的起源与发展实情来看，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化演进方式是
一种基于损益式的扬弃，反映了夏商周三代政治文明交流互鉴的史实。

一

一般认为，封建制是周人基于殷鉴意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独有的创制。自武王克商以来，经周公、成
王、康王三代经营，周人逐渐控制了囊括九夷八蛮的广袤地域，建立起《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⑤所概括的以姬姓宗族为核心而兼容众族的周王朝复合制国家。这一结果，主

①

②

③

④

⑤

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１４８５页。
参见韩建业：《从比较视野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光明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１日，第１１版。
《论语注疏》卷二《为政》，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４９页。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４５１页。
《毛诗正义》卷十三《小雅·北山》，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９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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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通过周初至成康时期的“分君亿疆”（史墙盘，《集成》１０１７５）①方式来达成，即通过周王室主动分封同
姓子弟和异姓功臣为诸侯，建立起以周代王权为中心的大小相维、内外相系的天下治理网络而实现。
周初之所以大行封建乃在于夏商灭亡无同姓盟国“藩屏”之史鉴，《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春秋时人

就有类似论断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②周人分封的主要对象虽有
同姓子弟和异姓功臣之别，但诚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的那样，其关键在于周王室的同姓子弟，
政治上的封邦建国乃建立在反映血缘亲疏的宗法制基础之上。《诗·大雅·文王》所谓“文王孙子，本支百
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正是周人宗族因政治上的分封而繁盛的真实写照。经由封邦建国，周人宗族也
由周原一隅之地扩展到政权所及的最大范围。这些散布于九州四海进而作为宗周藩屏的同姓子弟以及异
姓功臣之诸侯，不仅带去了周人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更将“周索”③、“周政”④一并传播，从而使含括宗法分
封等政治文化在内的周文明在地理空间范围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周代这种以宗法制为内核的封建制，最终造就了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言以“天子之尊”为“诸侯之

君”的政治局面。但分封制并非如王氏所言出于宗法，亦非周人所新创。分封的基础含义为封邦建国，大
致存在三种类型。其一，早期族群“别姓分类”式的自然分衍，可称之为“早期分封”⑤。《史记·夏本纪》
《殷本纪》所言“其后分封，以国为姓”者十余例⑥，《国语·郑语》也记祝融之后有八姓⑦，皆属此类。其二，
夏商周王权产生后的“褒封”。如《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商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
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⑧。这类分封并不存在“授民授疆土”（大盂鼎，
《集成》２８３７）的实质内容，只是中央王权承认旧族原有的领土与领民，以换取他们的臣服与支持。其三，夏
商周王权产生后的“实封”。此可以周代封建为典型代表。如上文所论的周初周公、成王和康王以周人亲
戚故旧为主要封建对象、以“授民授疆土”为主要内容的分封，即“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⑨，在内容体系和分
封仪礼上多有别于王权产生以前的“早期分封”和王权产生以后的“褒封”，可谓成熟封建。
就封建制的历时性发展而言，早期分封与成熟封建可以视为前后相沿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褒封则是王

权产生以后凝聚复合制王朝国家力量的必要补充。早期分封和褒封在夏商以前早已存在的史实，不仅反映
了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文化的一脉相承，而且由早期而成熟，其封建制度文化继承中又有创新式的发展。

二

封建制虽成熟于西周时期，但除了上述早期分封和褒封在夏商以前早已存在外，从新发现的古文字资
料来看，即使周代成熟封建制的诸多内容也可在商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见其端倪。众所周知，不管是早期分
封还是成熟封建，族群的分土别居均是分封的最典型表征，这造就了同一族群的不同分支在空间分布上的
具体差异。田野考古资料表明，商王朝鼎盛时期王权所及包括今河南中部、北部、东部，山西东南，陕西西
部，河北、山东大部和安徽中部的淮河流域等区域�10。传世文献《汉书·贾捐之传》载：“武丁、成王，殷、周
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11所言商势力范围大致符合历史
事实。在这一广大区域中，存有众多深受商文化影响而臣服的地方族群。
这些臣服于商的族邦是否受到类似周武王时期的“褒封”一般的封建仪式，虽难详考，但甲骨卜辞中仍

可见到商王对于臣属族群的带有政治目的和主动进行的迁徙与安置。如卜辞中存有“奠”的诸多文例，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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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简称《集成》，括号中数字为书中编号。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１６４１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１７１５页。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４８０页。
谢乃和：《夏商周三代社会形态为封建社会说》，《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二至卷三，第８９、１０９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４６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四，第１２７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４５９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０４页；刘

绪：《夏商周考古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６２页。
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８３１页。



１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６２卷

家认为是商人安置臣服族群的一种政治方式①。历组二类的一组卜辞就记载了 ②侯商被“奠”的过程：

　　（１）癸亥贞：王其奠 。（《屯南》③８６２）
（２）乙丑 侯商
乙丑贞：王其奠 侯商，于父丁告。
乙丑贞：王令 。
己巳贞：商于 奠。
己巳贞：商于 奠。
乙亥贞：王其夕令 侯商于祖乙门。
于父丁门令 侯商。（《屯南》１０５９）
（３）己巳贞：商于 奠。
己巳贞：商于 奠。
辛未贞：夕告商于祖乙。
辛未贞：其告商于祖乙。夙。（《屯南》４０４９）
（４）丙寅贞：王其奠 侯，告祖乙。
丙寅贞：王其奠 侯，告祖乙。
丙寅贞：王其奠 侯，告祖乙。（《合集》④３２８１１）

这组卜辞记载了商王对于“奠”侯商的几次卜问⑤，大致可以看出商代分封安置臣服的族邦时所应注意的
相关礼典要素。商王不仅出于具体地缘政治和军事征伐的需要，多次卜问“奠”侯商的地点 地或 地，还
要占卜具体奠置 侯商的时间夙时还是夕时。值得注意的是，商王还在贞问具体要告知哪位先祖如父丁还
是祖乙等，这同《礼记·祭义》所载周代“禄爵庆赏，成诸宗庙”⑥和《白虎通·爵》言“封诸侯于庙者，示不自
专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举事必告焉”⑦的用意并无二致。上举历二类卜辞时代在武丁晚期到祖庚时
期⑧，到了商末的周原甲骨中甚至还见有册命地方诸邦侯伯的记载。如周原甲骨Ｈ１１：８２记载：“□□在文
武丁［祼］贞，王其诏帝□、天咸， 周方伯□□，囟正，亡左自□□□□□王受有祐。”又 Ｈ１１：８４记载：
“贞，王其祷侑大甲， 周方伯履，不左于受有祐。”⑨对于这两条卜辞的具体含义，学者虽有争议，但论者多
倾向于他们与商纣王册命周方伯有关�10。卜辞虽然颇多残缺，册封具体礼仪也难以复原，但仍然可以窥见
商人在天帝、祖先神等神明之前册封周邦首领等典礼的相关内容。
从上述古文字资料所见商代封建制度的具体内容来看，不管是商王权对服属族邦的“奠”和册封，还是

其册封时必须具备诸多礼典仪式，均表明周代成熟封建制的诸多内容及分封礼仪可以导源至商代。

三

从田野考古、古文字和传世文献等多重资料来看，殷周所封建的诸侯对王权承担的职事“服”，也呈现
出一脉相承的“损益”关系。夏商周三代由于实行封建制而形成了王权所在之邦的“内服”与王权封建诸侯
所在的“外服”，进而形塑了夏商周三代具有早期国家特色的政治地理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内外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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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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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６４本第３分
册，１９９３年。后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５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６９－１９２页。

或可释为“倝”，其相关考释意见详见张惟捷：《殷卜辞“倝”字考》，《古文字研究》（第３４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２
年，第４７－５２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简称《屯南》。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简称《合集》。
参见朱凤瀚：《殷墟卜辞中“侯”的身分补正———兼论“侯”“伯”之异同》，见李宗焜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四

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２０１５年，第１页。
《礼记正义》卷四十八，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３４７３－３４７４页。
班固：《白虎通》卷一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０页。
参见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１页。
参见董珊：《重论凤雏 Ｈ１１出土的殷末卜甲刻辞》，见蔡枚芬、蔡庆良主编：《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台北：台湾

“故宫博物院”，２０１２年，第３４０、３４２页。
参见许子潇：《近７０年西周甲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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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结构以殷商最为典型。《尚书·酒诰》载周人曾概括商代内外服体系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①金文大盂鼎则称之为“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集成》

２８３７）。这些外服的“侯甸”是商王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商王权承担着重要的军事职事的“服”。
《缀汇》②６０９记载了“夷方率伐东国”，商王“东 东侯 夷方，绥余一［人，余］其比多侯”，就是通告东国的
“侯”，准备率领他们攻伐夷方③。甲骨卜辞记录显示类似之例不仅繁多，而且殷人雄族广泛参与商王这类

军事征伐事务。如武丁时期 、沚、戊、微、 、 、竝、 、雀、 等诸多殷人雄族都是商人边域上的重要防御

力量，他们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商人的北方和西北方边域，成为商王朝的重要藩屏，这实际上已经含有周代
成熟封建制“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政治意涵。
田野考古材料也表明殷商外服族邦对商王权承担着诸如军事类职事的“服”，实开周代封建诸侯以作

“藩屏”之先河，可与古文字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在殷商“东土”，作为商王朝始终着力控制与经营的重心之所在，考古发现的苏埠屯遗址和前掌大遗

址，其文化风格与商文化风格的一致性显示了该区域族邦对商人礼制文化的高度认同，同时遗址出土的大
量军事性色彩明显的礼器也表明该区域族邦的军事职事显著。苏埠屯遗址迄今发现了至少１５座墓葬，２
座车马坑，其中，带有４条墓道的大墓１座，２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１座，带有１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
至少５座。苏埠屯７号墓和８号墓皆出土有铜戈、铜箭镞等青铜兵器，尤其是８号墓出土的铜钺更加显示
了墓主的军事权威和职责。苏埠屯１号墓葬是目前发现的除安阳殷墟之外唯一一座带有４条墓道、“亚”
字形棺椁、殉人最多的墓葬，所出青铜器多见有“亚丑”族氏铭文。学者多认为苏埠屯为亚丑族墓地，是商
王朝控制鲁北地区的中心④。鲁中南地区商王朝的控制中心是前掌大遗存所在的邦族势力。前掌大遗存
见有“中”字形双墓道大墓３座，单墓道大墓９座，还有车马坑５座，马坑４座，出土了近千件青铜器，其中
青铜兵器数量占比达到一半之多，部分铜器带有“史”、“鸟”等族的族氏铭文⑤，应属于商代“史”族的遗存，
表明该族邦对商王权同样承担着类似的军事性的“服”⑥。
在殷商“南土”，自二里头文化末期一直持续到中商文化花园庄期的盘龙城，各阶段的陶器、青铜器的

特征，基本都与对应时期中原王朝的器类、器形特征相同，在葬俗、朝向等社会习俗、礼仪仪式方面也与商
王朝保持一致，这说明盘龙城文化与商王朝关系密切⑦。就盘龙城文化的性质来说，或谓之商王室分封的
直系封国，或称之为商王室统治南方的军事据点，或言为与商王室关系较密切的土著方国，虽莫衷一是，但
就聚落考古的发现来看，盘龙城北方、东方和西方，都分布着规模不等的多个聚落⑧，这意味着盘龙城之下
还设有二、三级聚落，盘龙城为商王朝在南方的控制中心。从遗址出土的１７件玉戈尤其是大型玉戈来看，
这一同样见于郑州商城高等级墓葬的象征军事征伐权的礼器，亦表明该处族邦对商王权承担着包括军事
职事在内的“服”。
在殷商“西土”，除了前文所举甲骨卜辞和传世文献所举殷商雄族之外，考古遗存可举山西灵石旌介商

墓为例。晚商时期的山西灵石旌介商墓出土了大量随葬青铜器、玉器和其他随葬品，其中１号墓、２号墓、

３号墓皆有大量兵器随葬，３号墓另有三件铜钺随葬。随葬青铜器上发现许多族氏铭文，其中最多者为
“丙”，应为殷商时期丙族墓地⑨。丙族铜器常出于安阳，与商王室关系密切，而灵石旌介是商王朝西部边
域，丙族应是商王派遣至西部边境镇守疆土的军事贵族�10。可见，与殷商东土、南土一样，作为西土“封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尚书正义》卷十四《酒诰》，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４３９页。
参见蔡哲茂编：《甲骨缀合汇编》第６０９则，李学勤缀合，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３１页。
参见李学勤：《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参见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文物》１９７２年第８期。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参见曹斌：《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参见张昌平：《关于盘龙城的性质》，《江汉考古》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参见孙卓：《南土经略的转折———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５页。
参见殷玮璋、曹淑琴：《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７期；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

青铜文化的归属》，见《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７页；何景成：《 卣和丙族族姓》，《殷
都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参见白嘉慧：《商周时期丙族的族属及相关问题探研》，《古代文明》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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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邦族，丙族对商王权同样承担着军事职事方面的“服”。
从田野考古、古文字和传世文献等多重资料来看，周代成熟封建制中诸侯对周王权所承担的“藩屏”职

事，至迟可溯源至殷商时期外服邦族对商王权所承担的军事职事方面的“服”。不唯如此，在山西灵石旌介
墓葬的考古遗存中不仅存在商文化因素，更存有如 Ｍ３出土的鬲鼎等带有地方土著族群色彩的器物，显示
出灵石旌介遗存为代表的商文化与原住民文化混同多文化并存的特色。这种外服邦族治下有相当数量的
原住民存在，与西周时期成熟封建的样态也十分相似①。凡上所举种种，仅是商代四土聚落考古情况的缩
影，但已足以表明殷周之际“封建”政治文化是一种以继承为基础的新发展。
综上所论，周代是夏商周三代早期王朝国家政治文化的鼎盛期，含括封建制度文化在内的周文明呈现

出“郁郁乎文哉”②的集三代之大成的面貌。三代早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宗法制和封建制这类早期王朝根
本性国家典制在西周时期都得到了创新式的发展。但若从２０世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面世以来所积累
的大量田野考古、古文字等新材料以及传世文献的“旧材新读”来看，以“封建”为代表的殷周之际政治文化
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损益”，并非一种文化面貌截然不同的“变革”。一言以蔽之，夏商
周三代王朝国家政治文化是一种旧中有新和新中有旧的“旧邦新命”式文化演进关系。

文明互鉴视域下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与意义

梁　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
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他进一步强调，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
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确实，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国有着长期中西文明交流互
鉴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事例，也正是在文明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逐步形成。晚清民
国是中国现代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西文明碰撞与交流特别广泛和密切的时期。频繁且深入的文
明交流，不仅催生出近代以来中国物质与制度的近代化，更规模性地培养出以知识群体为核心的“现代
人”，最终促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向和民族崛起。
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其中既有近代以来中国主动向西方的学习与

借鉴，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对外来制度文明的调适。晚清以降，囿于国力不竞、学术未新、内忧外患
绵延不断，朝野上下无不期盼改革传统政治与建设现代实业，但种种举措的推行，似乎又无不依赖现代知
识与学说的引入，办新学与重留学之风由此日盛。不过，虽然现代知识群体的培养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在
西方和中国都有一个逐渐组织化、国家化的过程，但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知识群体的形成也有自
身特点并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在西方世界，一般认为虽然科学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但组织科学
工作却是１７世纪以来的事情。在富人的赞助下，大学之外发展兴起了科学院或科学社团以推动科学实
验。而科学工作的体制化是逐步经历了从全国性科学院定形（例如１８世纪末在法国）到把科学吸收进大
学（开始于１９世纪的德国）再到在大学里建立科学实验室（这成为全世界科学界在各自学科领域方面的中
心）的时候才被逐步固定下来③。中国现代学制和大学的建立，虽然是１９世纪后期才出现，但在国民政府
建立后，已经显示出明确的国家化、组织化发展，全国性的科学院也在此时得以建立（中央研究院，１９２８年

６月），而到１９３８年以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整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国家赞助和国家主导倾向更为
明显。后发的中国，这一进程显得更为短促和快捷。

①

②

③

参见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２０页。
《论语注疏》卷三《八佾》，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３５８页。
参见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佳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２－１８３、

２１１－２１２、２３７－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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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时代，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群体和学术界无疑具有很多新的面向，但现代知识群体建立的
信念基础却与传统时代具有一致性，即强调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有能力的人，同时体现出强烈的强国抱
负。罗家伦认为，晚清建立新学的目的就是选择和培养中国最为优秀和聪慧的学生，让他们成为国家的领
导者并进而恢复中国中古时代引领世界的地位和风采。“西学东渐”不仅使得以现代知识体系为基础的各
类专门人才被视为民族国家重整的希望，新式学校及其教育更被视为拯救民族危亡之根本，大学因而成为
重中之重。对教育功能的异常抬高使得学校选拔学生，不仅关乎个体学校之教育，更关乎整个民族国家之
存亡。因此，以什么样的方式找到真正的“可造之材”就成为一个特别严肃且广受关注的社会议题。最终，
虽然现代大学的建立和相关大学制度的确立都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但大学生的选拔方式则体
现着中国传统人才选拔的精神和方法：客观、竞争性考试下的选贤举能。
自科举时代以来，中国人即推崇以客观考试作为选拔“可造之材”的方式。入民国以后，虽然有公立和

私立两大类教育系统，更有欧美强调主观考察的选拔制度的影响，但民国高等教育界对学生选拔依然主要
采用客观考试，传统的“任人唯贤”、“选贤举能”的信念在民国得以延续。晚清民初，教育主管部门对如何
招生及采取何种方式招生等并无明确规定，１９１３年《大学令》规定，各院校本科生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
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预科生“须有中学毕业证书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１９１７年北洋政府教育部
新规已经明确要求大学预科和专门学校在招生时，除“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试验，得有
及格证书”外，还必须在入学时“受选拔试验”。１９２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再次明确
规定“国立大学录取学生，以其入学试验之成绩定之”。在私立大学方面，虽然北洋时期教育部未曾明确规
定，私立学校的招生也一直比较灵活多样，但多数学校还是采用考试来招生。到１９３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
又将“学生入学资格合格，在校成绩良好”作为私立学校能否注册立案的条件，从而促使私立高校重视学生
考试。最迟到１９４０年，随着国民政府教育部《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暨公私立专科学校招生办法》的出台，
私立大学也被明确要求采用客观考试进行选拔招生。
在逐步要求各大学通过客观考试选拔学生的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进一步具体干涉和管理各大学招

生，直至形成全国统一的招考体系，知识群体选拔和培养中的国家意图愈发明显，而不是单纯由大学自由
裁量。１９３３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不仅要求７６所立案的私立和教会大学采用客观考试招收新生，而且为改
变全国大学在校学生中文、法、商、教育类学生过多，理、工、农、医类学生偏少的结构不平衡问题，教育部面
向所有立案的公、私立大学推行计划招生，采用“比例招生法”。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１９３８年教育部进一步推行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制度，这不仅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全面介入大学招生各环
节的开始，更是自１９０５年科举废除后全国性人才选拔考试的首次恢复。１９４０年，“公立各院校统一招生
委员会”成立，作为统一招生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在从考题设计到考场分布、考期选择乃
至专业设置和学生志愿分发等各个方面掌控大学招生工作。因此，民国有观察者认为，“我国现时的学校
招生，大体都用考试”①，民国青年们如果想要在教育的金字塔中不断往上钻，“全靠一年一度的入学考试”②。
因此，虽然自１９０５年起清政府正式停废科举制度，但考试作为人才选拔方式却被保留下来，甚至依旧

大行其道。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的周淦就认为大学招生基本上是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犹如“洗砂
淘金”一般严格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实际上，不仅是大学招生，民国时期的公费留学生选拔、公务员乃至
官员任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技能资格认定等，大多都以客观考试作为选拔依据。而在孙中山五权思想的
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更是成立了“考试院”。在民国留学生中，特别是２０世纪最初的２５年里，
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学生是需要参加竞争性考试选拔的，而他们考试的表现，不仅是其能够合理、合
法地享受中央、地方或外国组织经费资助的依据，也是说服国外优秀大学接收这些学生的保证。而留学生
的规模性回归，不仅在很多技术岗位上取代了过往不得不依赖的外国人士———多数留学生回国后就进入
长期被外国人垄断的职业技术领域，尤其是海关、外交、交通、卫生以及金融财务和法律等领域，这些现代
职业领域过去都由外国人主导，但随着新式教育的普及和中国本土新兴职业群体的逐渐形成，特别是留学
生的学成回国，人员构成逐渐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同时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实质且深刻地推动了中

①

②

吴泽霖：《大学入学考试的可靠性》，《周论》第１卷第１２期，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４日，第４页。
刘季洪：《今年各大学招生问题》，《教育通讯》（汉口）第１卷第８期，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４日，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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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化发展。

换言之，竞争性考试将国内的高等教育招生与国际高等教育招生连接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出新
的中国人才群体和职业队伍，逐步构建起中国的现代文明。举凡近代中国的重要转变，如政治上从君主专
政走向民主共和，教育上从科举八股进步为遍设新学，经济上从小农经济渐进为轻重工业体系初建，留学
生和现代知识群体无不起着关键性作用。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象征的大学，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大学，也包括
日本与欧美大学，都参与了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的构建。考试制度背后的信念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人治
理”的政府与社会，而这样的政府和社会之所以能形成，又建立在人才选拔依靠的是客观和竞争性考试的
基础上，即理论上由此选拔的是真实具有个人能力者，或可谓“选贤举能”———尽可能从中国最广大人口中
选择最有能力的人，而不考虑他的民族、性别以及社会性别等，也即儒家所谓“有教无类”的理想。

由此，大概可以说，虽然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晚于西方，但中国在“选贤举能”的实践上却有着悠久
的历史传统。帝制中国长期推行科举制度，使得中国具有逾千年的依靠竞争性考试和考生个人表现来选
拔人才和管理精英的历史经验。中国长期的传统就是“居庙堂之上的国家权力体系和民间教育体系相结
合的社会”，这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全然不同。同时，中国历史上的选拔考试虽然往往存在较为严格的身份
限制，只对特定的社会和地域人群开放，但到今日，已经实现了向整个社会的开放，这都使得中国知识群体
甚至现代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

近代国家的崛起以工业化为标志，而工业化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与传统时代完全不同，这不仅催生了大
学内涵的转变，更凸显了知识群体在文明建设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取
得了全球瞩目的经济发展成绩，现代人力资本的聚集可能是其中的深层原因之一。１９９４年，以林毅夫为
首的部分中国经济学家率先预言中国会出现经济发展的“奇迹”①。四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从１９７８年的

３６７０亿人民币增长到了２０１７年的８２万亿，翻了３３倍之多，年均增长达９．５％，更是二战后唯一从中等偏
下收入国家一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国家。因此，虽然林毅夫坦言，在１９９４年时用“奇迹”来描述中
国发展时，学界和舆论界对此多是“质疑”和不接受的，但现在看来，这无疑确实是个奇迹。如果用增长速
度作为判别奇迹的标志，那么在中国可能还同样存在一个现代人力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奇迹。从民国建立
的１９１２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１９５２年，同样的四十年里，中国大学生的规模从５００人左右发展
到１９２７年的２万５千人左右，再到全面抗战中１９４１年的１０万人，直至１９５２年的３０万人，增长了６００
倍②。相比于增长了３０多倍的经济规模，现代知识阶层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个奇迹，影响着当时中国现代
化的进程，甚至也是引发３０年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直至实现经济崛起的原因之一。

更进一步看，今日的中国奇迹可能至少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即从农业经济到工业
经济再到后工业知识经济的转变；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即从科举体制下的绅士群体到民国高等教育体制下
的现代知识阶层再到当代中国以“大学扩招”、国际一流大学建设等为标志的全球性顶尖人才的培养和汇
聚。大多数人能够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学术界对中国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直至今日的后工
业知识经济的关注与研究也较为充分；但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尤其是从农业时代绅士群体到近现代
的知识群体以及今天的高科技人才，这些重要人力资本转变、形成和积聚过程的理解还非常缺乏。经济史
学家李伯重认为，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③。今日中国乃是“过去
的延续”，越来越多的学者因此认为这个奇迹的根源在于中国内部。这种看法无疑是睿智的，在打破“西方
中心观”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奇迹能够被理解。但正如工业革命导致西方兴起，不仅体现在经济变革上，也
体现在工商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由此成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奇迹的历史根源，在经济发展的表象之

①

②

③

１９９４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三位经济学家联合撰写《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
版）一书，此后陆续在１９９９、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推出过多个修订版本。２０１２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定名为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９年，林毅夫与姚洋还联合出版《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版）一书。

１９４９年之前数据，见教育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８年，第５２８页。
１９４９年以后数据，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７４页。

参见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１８２０年代华亭—娄县地区ＧＤ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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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仅有与西方不同的政治道路，同时也隐藏着新型人力资本的聚集和爆发。
对经济奇迹的关注与理解，多集中于生产能力、生产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制度进步，而对社会转型

的理解，则要更直接地关注掌握重要资源的群体，如知识群体的变化与影响。重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秩序
的社会革命和改变新老精英群体构成的社会转型是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变化，但以一种流行的精英理论
看来，“由于精英阶级循环，执政的精英阶级像一条流淌的河流，处于一种连续和缓慢的变动状态”①，与革
命强调暴力手段之下的国家政权与阶级结构的迅速转变不同，以“社会精英群体来源变化”为基础的社会
转型，更偏重社会上层的形成方式与社会来源是否发生了实质、稳定的转变。这种“人”的转变未必显见，
但往往能长期、深入地改变社会整体的运行机制与文化，促成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
贝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认为，后工业时代“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②，高等教育的作用将进一步凸
显。就中国而言，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离不开知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切实推动，从
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知识经济的转型更离不开顶尖人力资源的积累与爆发。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群体双力驱动下的产物。今天，当全球正在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掌握现代知识和
科技的知识群体在就业市场和社会发展方面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人才积累的厚度，不仅决定了今日中国
的发展，更是中国奇迹在今后能否延续的关键所在。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以贤能选拔为基础的教育精英群体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他们被认为代表着能力

或技术水平，而且相对独立于此前以权力和财富为基础的社会精英。迈克尔·扬在１９５８年就预测，英国
社会在２１世纪开始时，会由于成就的原则战胜世袭的原则而发生变化。因此，无论对于当代中国还是西方
社会，研究和理解知识群体及其形成机制对全面认识各自文明历程及其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
意义。

口述史的“现代”所在：
“生命记忆史”的提出及其若干思考

郭　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古有的“采风”之说即与口述密切关联，在历代史书撰写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发端后即蓬勃发展，毕竟现代社会中每个活生生的人都有权利留下自己的记忆和
经历，给“那些在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发出更大声音的机会”③，此即人在现代社会中主体性的凸
显，亦是尊重生命的体现，口述史则提供了一种可能与实践途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口述史
面临更多挑战，包括真实性、规范性、过度实践等问题，故需要经过专业素养培训的口述实践。口述史“何
去何从”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的解答已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试图观察口述史本身的特性，
从记忆史的角度回答其生存之道，及应如何进行自身定位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

一、“生命记忆史”的提出

近年有学者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其要义是“关注生命”。史学要探究“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
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
验与表达”④。“生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记忆史进入中国

①

②

③

④

Ｖ．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３０３页。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

第２０页。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邱霞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１９年，“引言和致谢”，第２页。
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３日，第１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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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以后，相关实证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记忆的原初理解，即人的记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
学术研究加深，诸如文化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记忆空间等新词应运而生，似与“人”逐渐游离。这些
记忆本质上均应有“人”，才能显得鲜活并且生动。记忆史似可与生命史学勾联而成“生命记忆史”。

“生命记忆史”并非强调诸多记忆史研究中应该有“人”，而是一种专门的记忆指向，即生命记忆的实现
与实践，每个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理应受到尊重，皆有留下生命记忆的权利与价值。“生命记忆史”

强调“人的记忆”，其主体是生命个体，换言之即“人”。中国历史关于人的书写从未缺席，《史记》中的本纪、

世家、列传等，皆以人物为中心，但其所谓的人多为帝王将相，且属于被书写的对象，而非书写者，故传统史
学体系下，“人的历史”或是重要内容，尤其是近现代中国，更以提倡书写普通人的历史为要。梁启超在《新
史学》中指出“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其个人指英雄，而群体指普通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故要求注意普通
大众的历史①。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尚停留于改变书写对象，书写者依然是历史学者或知识精英，换言之，

仍未触及谁最有资格书写“生命记忆史”的根本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伦敦东区下层民众发起的哈
克尼人民自传组织，或能提供某些启示。他们主张社会民众直接参与口述史写作，使普通民众相信自己不
仅可以利用该方法确立历史，也让他们相信自己有撰史能力，印证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史学
已非史学家专利②。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史学研究的归属权问题。

“生命记忆史”的客体是个人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从宽泛意义而言，所有历史书写皆可归于记忆
范畴，暂不论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强调的“人”非普通个人，其书写的内容更非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这
导致人被平面化，仅留干瘪瘪的粗枝大叶。梁启超将之归为“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即“无其精神也”，

所以“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③。当然，“生命记忆史”的书写并非
只有自己才能完成，但对生命的认知、体验与表达的确只有自身才最具资格。或许当前流行的心态史学值
得关注。彭卫说心态史学具有双重含义：“第一，方法论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
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二，理论思维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理论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
认识方法，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
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
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④心态史学的某些内容符合“生命记忆史”的部分目标，与之有重合之处。

二、“生命记忆史”的实现途径

“生命记忆史”从本质上是记忆实践而非记忆研究，换言之，记忆实践不仅是“生命记忆史”的起点，亦
是其内核。“生命记忆史”要求个人应留下记忆，能够关注到其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口述史为“生命记
忆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口述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也是天然联盟，不存在没有记忆的口述。记忆为口述史的核心，而
口述史的目的是收集记忆，体现出口述史的温情维度。某种程度上，历史往往以冷冰冰的面目出现，若掺
杂太多情感、立场、情绪、态度，则难称“历史”。口述史是为数不多的使史学工作者还能与普通民众沟通交
流的渠道。口述史通过记录访谈的形式收集他者记忆，该过程正是一场“心灵对话之旅”，使生命记忆得以
保留。

当然，到底有多少人能真切感受口述史的魅力，该问题显然难以回答。毕竟现今从事口述史研究者，

因各自目的与出发点有异，存在将之异化的嫌疑，本属知性温情之物变成了功利被迫之途。口述采访过程
中，只有用心聆听感受正在口述的受访者，与之实现真正的心灵对话，才能达到口述的目的。若心不在焉，

那就难以保证真正感受“口述”。现实中的口述采访，仅仅为了实现某些“目的”，难以让人产生温情之感。

或许不应过分苛求口述史的理想状态，毕竟还有太多仍处于进程之中，无暇顾及原本的优雅和温情。到底
应该如何理解口述史对于“生命记忆史”的意义，则不得不从口述史的属性说起。

①

②

③

④

参见梁启超：《新史学》，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７９页。
参见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马万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１页。
梁启超：《新史学》，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２８０页。
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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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具有生命属性。口述史的开展有赖于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难免予人“私属”之感，某种程度上表
达的仅是个人记忆。诸多研究者也纷纷凸显口述史的如此特性，留下个人属性的深刻烙印。陈墨说“口述
历史其实是采访人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①，道出了口述史的本质属性，确实只是某些个人观
点和看法，或某些个人经历和生活。刘亚秋说：“口述史资料中凸显了生命或主体的形象。”②如此观点将
生命情感和尊重置于首位，强调口述是个人表述。“温情”或许是人文社会科学理应追寻的终极目标与意
义之一，如何解决人活着的意义问题，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人的交往，如何对待生与死
的到来，等等，可大可小的问题都牵涉“人何以为人”的终极命题。人类历史上不乏饱含智慧的答案，但也
有不少随生命消逝而灰飞烟灭。口述史的理想追求是成为人类智慧的集合体，让每个人都能留下其“口述
资料”，形成“人类个体记忆库”，让“生命记忆”的温情发挥至效。
口述史具有社会属性。口述史的社会属性，与生命属性并不对立。生命属性虽强调口述者的个体生

命体验与个人记忆，但生命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和意义。哈布瓦赫试图证明的“存在着一个所谓
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
记忆中去”，故“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③。换言
之，记忆必须有其社会基础，个人口述源于自身在群体中的位置确认。这里实际上涉及个体记忆与社会记
忆的关系问题。个人口述并非空穴来风，所讲述的人生与故事均被置于社会或群体中才能获得意义，而个
人生平口述史即“生命记忆史”的实践，本身即有语言、风俗、道德、认知、观感等迥异于动物属性的内容，此
皆社会性的表现。
口述史具有实践属性。从口述史的概念或定义出发，实践属性指口述必须进行“记录访谈”，意味着应

该有某种“行动”，而非仅仅停留于思考。口述史要求研究者踏踏实实地行动，往往还要求能说会道，与受
访者保持良好互动和关系，留下不错印象，才能使之“敞开胸怀”畅所欲言。实践属性还指口述史讲究技巧
训练与规范化操作。唐纳德·里奇呼吁“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强调“大多数口述历史学家是通过实践来学
习的，我们对访谈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是滞后于而不是超前于访谈实践的”④，所以，他还“附录”“美国
口述历史协会关于口述历史的原则和最佳实务规范”⑤。左玉河亦特别强调口述史的规范化，认为必须制
定一套通行标准，才能弥补和纠正口述史研究过程中的诸多随意行为。但这些皆非对技巧培训的标榜，而
是凸显访谈技巧的训练与成熟有赖于口述实践。
口述是个体生命记忆的诠释，但口述史落脚于社会层面，不仅口述唤醒的记忆源于社会，且口述史是

一项社会实践工作。概言之，口述史尤其是个人生平口述史是个人生命记忆的社会实践，这恰恰是“生命
记忆史”的实现。

三、“生命记忆史”的出路

个体生命记忆的脆弱不言而喻，口述作为个人生命记忆的表达，时刻面临被遗忘、移植、筛选等挑战。
口述史固然要求唤起受访者回忆，使记忆更连贯，似乎也可以让历史更清晰。但真正具有贡献意义的是，
要解决“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我们可以忘记什么，我们必须忘记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口述史更具价
值。就目前而言，口述史的重要目的在于保存记忆，尤其是某些受访者或出于某些原因导致选择性记忆，
或对某些事件出现遗忘，这时采访者往往会选择“刺激”或“交心”以求能获取记忆。我们应该质问，这些记
忆是属于受访者？或仅为采访者内心所需？采访者为了能收获自己所需要的记忆而有不择手段的权利？

得到的生命记忆或许本即受访者内心预设，仅为求得印证而已。
当我们重视个体生命记忆时，有没有思考过受访者与遗忘的关系，那些或许经历万般痛苦的口述受访

者，当他不愿意回忆，或因过于痛苦而选择性遗忘时，是否应该受到尊重？这些牵扯到记忆的道德问题，也
正是当今口述史面临的重要挑战。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在阐述“共享记忆工程”时，即相当明确地肯定“最

①

②

③

④

⑤

陈墨：《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当代电影》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刘亚秋：《口述、记忆与主体性：社会学的人文转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８５页。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６９、７６页。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邱霞译，“引言和致谢”，第６页。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邱霞译，第３５７－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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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的共享记忆工程是那些自然长成的记忆共同体，可以说，这个问题涉及如何对待来自历史的痛苦的
创伤记忆”，并指出“需要甄别的问题是人类应当记住什么，而不是记住什么是对人类有利的。在守卫道德
和提升道德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提升道德是一种较高的愿望，守卫道德则是一种必需”①。有些个体生
命记忆可能消失，且有其消失的理由与正当性，这个时候口述的正义感何在？不能仅仅是为了保存个人生
命记忆这个理由。换言之，个体生命有忘记的权利，但是没有记住的义务。虽然全体人类记忆工程具有理
想上的完美，但记忆遭遇遗忘、筛选等均属常态，也不可能留存纯粹的没有任何遗忘与筛选的记忆。在该
意义上，口述也面临如何处置与对待个体生命记忆的挑战。

口述史在书写过程中还面临其他挑战，如口述记忆的竞争。个体生命记忆固然重要，但也存在一些相
当明显的竞争可能。个人在事件中的立场、地位，个人的知识背景、成长环境，以及诸多因素皆可能使不同
个人的记忆存在竞争。这可归纳为“权力”影响记忆，此处指泛化的权力。当面对竞争时，应遵循怎样的原
则以辨别真伪？甚至也有人会质疑，记忆果真有真伪之别？其实，这里涉及的是遗忘与“谎言”应被如何对
待的问题。遗忘的问题前面已有所回答。口述史中的谎言应被如何处理，这在口述史研究中可被当作一
门单独的学问，乃至成为一个“学科”，涉及心理、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常言道，“谎言也是真相”，

这或许是口述史研究中如何对待谎言的最佳答案，但同时也可以说这句话是简化乃至敷衍。谎言的产生
应该追寻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即权力如何影响谎言。

本身充满温度的口述史在这些挑战面前易乱阵脚，从而引发“何去何从”的追问。个体生命记忆实践
与谎言虚假信息的矛盾难以调和，但真实性追寻的难度或困境并不能给口述史不作为提供任何借口。口
述史更应迎难而上，尽可能地保存个体生命记忆以提供其力所能及的人类智慧。

人类记忆的保存使口述史的意义、性质、功能和价值得以凸显。口述史的生存之道，即起到传承记忆
的作用。从实质而言，口述史即采访者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离开记忆谈口述史难免造成空
泛。从该种意义上而言，口述史属于个体生命记忆的实践，但若仅停留于此，则在陈墨所言的人类记忆库
建成之前，随时皆有被抹杀的可能。更何况，人类记忆库除技术层面的难题外，将面临更多伦理方面的困
境，突破与处理之难，层层“权力”的牵扯更是将那些原本已形成且愿意公开的个人生命记忆化为灰烬。如
今口述史要解决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并非深度挖掘那些尚未被人知晓的个体生命记忆，而是如何保存已经
获取的个人口述，使之得到传承。

口述史中有属于个人生命记忆实践的部分，而文化记忆目前作为相当流行的记忆理论，其面向为这部
分个人生命记忆的保存与未来提供了相当启发。作为个体生命记忆实践的口述史，在走向建构文化记忆
的道路上尚有不少荆棘，但这也正是未来口述史的生存之道。阿莱达·阿斯曼在用“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
示”作为副标题诠释“记忆中的历史”②，似能帮助理解个人生命记忆型口述史何去何从的问题，阿斯曼的
“公共演示”即“文化记忆”的存在方式，个人生命记忆实践型的口述史是否也能以“文化记忆”的方式存在，

从而得以保存和传承？文化记忆虽然也有被抹杀、篡改的可能，但相较之下却更利于保存与传递，也更能
体现其价值和意义。

“生命记忆史”的原初形态属个体生命记忆实践，但这些记忆稍纵即逝，只有文化记忆才能稳定个体生
命记忆。个体记忆对于自身而言相当重要，是自己身份的建构基础。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这些记忆是“经
验、关系以及自己身份感觉得以建构的材料，但是我们自己的记忆中只有很少一部分通过语言得到处理，

并明确形成了我们生命故事的背景”，其中大部分记忆皆处于沉睡之中，需要“被外界因素唤醒，在被唤醒
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记忆”③。因此，口述史操作作为主动措施，在唤醒个体生命记忆方面有着相
当重要的意义。口述史的本意即要求唤醒被采访者的记忆，但是这些个体生命记忆存在碎片化、流动性等
特点，也不连贯。

个体生命记忆作为口述史研究成果，若非将之转换成“文化记忆”，只能停留于被束缚的过去。个体生

①

②

③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２－７３页。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阿莱达·阿斯曼：《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见陶东风编译：《文化研究》（第４２辑），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４９－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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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记忆应有明确目的和指向，或存于图书馆或档案馆，或用于教学或博物馆展示，或呈现于戏剧表演或互
动视频。但不管如何，这些皆属“公开展示”，亦即将用于社会实践。所以，那些随意或暗中的录音，那些窃
听或私人录音日记，那些没有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的录音，皆不能归于口述史范畴。
文化记忆需要物质载体，具有跨代性特点，若非意外能无限延续，文化记忆化即将短暂之物转化成永

久之物。阿莱达·阿斯曼说：“虽然活生生的记忆随着记忆者的死去而消失，但是文化的物质遗存通过机
构———他们使得活生生的记忆超越了其原初语境———有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当它们被放置在博物馆
和图书馆等地方的时候，它们就获得了永久性保存的机会。”①这仅仅是关于文化记忆的较为抽象的描述，

实际上，文化记忆的获取往往属于象征与符号性，且其个体记忆在其中的作用亦不容忽视，没有个体记忆
的展示很难有文化记忆的丰富。个体生命记忆只有文化记忆化，才能得到长期保存，才能产生积极意义。
口述史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使个体生命记忆得以表达和公布，但是否能成为文化记忆，则需要正
规化操作与事后恰当处置。
口述史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的操作程序，只有严格遵循，才能使个体生命记忆得到尊重，实现其价值，赢

得其地位。这些在口述史学科内有较多讨论，包括如何进行个人口述、如何进行问题设置、如何处理谎言
问题等，均影响到个体生命记忆能否有效成为文化记忆。故活生生的记忆通过口述采访者的操作，有望得
到妥善保存，从全人类生命记忆而言，使之皆成为“文化记忆”显然不太可能，但就某些具体个人而言，则有
望通过个人生平口述，使其记忆获得永久性保存机会。文化记忆应该是个体生命记忆的最佳归宿，其实现
却面临重重挑战。

“生命记忆史”提出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都应该得到尊重，皆有留
下记忆的义务和权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因此，个体生命都应该通过
口述史留下属于个人的生命记忆，并通过文化记忆化得到永久保存的机会。如此才是人在现代社会中主
体性的凸显，展现个体价值，亦是现代社会的温情所在，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之道。

全球视野下三角学的传播与互鉴

董　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世界就由多样性文明构成，不同文明中心的思想家都有各自心目中的道德规范和
社会秩序，并且通过相关概念反映出来②。中国先民对“文明”概念有自己的基本认知。《尚书·舜典》称：“浚
哲文明。”孔颖达解释说：“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③经天纬地是一个文明社会对时间、空间的管理，即
以天文大地测量最终构建政治地理五方的天下观④。是故大禹的功绩在于“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
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⑤。而规矩中的“矩”，即古代中国特有的三角模型。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也
与古中国一样，均围绕天文大地测量开展规律性的探索，并分别产生三角学相关概念和理论，体现出人类文
明进程中开始用数学模型精确刻画和把握自然规律的共同性。此后三角学在希腊化地区、印度、阿拉伯等不
同文明间传播，逐步完善。文艺复兴后各文明三角学汇集到欧洲，形成完整的三角学体系，随之在明末清初
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勾股术相结合，并影响日本、朝鲜等地。三角学还在天文观测、历法授时、大地测量、航
海远洋等领域发挥模型和计算的作用。因此笔者通过梳理全球不同文明在三角学产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贡献，并用三角学这一共同的主题将中国与其他文明中心有机关联，创建一个嵌合中国与世界诸多文明的统

①

②

③

④

⑤

阿莱达·阿斯曼：《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见陶东风编译：《文化研究》（第４２辑），第６３－６４页。
参见刘文明：《从全球文明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卷二《舜典》，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２页。
参见何努：《中华文明特征与特质再思考》，《南方文物》２０２３第３期。
司马迁：《史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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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事，为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一个属于世界的中国故事样本。

一、早期诸文明对三角学产生的贡献

在人类早期文明中，古巴比伦人将圆周等分为３６０份，由此定义了角度和弧长的概念，从而制定天体
坐标系，得以开展恒星、行星位置的定量研究。这种方法被古希腊人继承，数学家希帕恰斯（Ｈｉｐｐａｒｃｈｕｓ）
首先引入坐标系统，并开始编制三角比率表格。他的继任者克劳蒂乌斯·托勒密（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Ｐｔｏｌｅｍｙ）在
《天文学大成》（Ａｌｍａｇｅｓｔ）中给出了一张弦表和造表法①。希腊天文学知识传入印度，印度数学家用两倍
角对应的半弦代替整条弦，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目前已知最早的印度三角学著作是成书于公元５世
纪的《毗坛摩诃悉檀多》（Ｐａｉｔāｍａｈａｓｉｄｄｈāｎｔａ），书中给出了第一张正弦表，但构造并不完整。阿耶波多
（Ａｒｙａｂｈａｔａ）所著《阿耶波多历数书》（Ａｒｙａｂｈａｔīｙａ）中正弦表的数据以及其计算方法和精度并不比托勒密
高。印度三角学被婆罗摩笈多（Ｂｒａｈｍａｇｕｐｔａ）的著作《婆罗摩修正体系》（Ｂｒāｈｍａ　Ｓｐｈｕ －Ｓｉｄｄｈāｎｔａ）所
载，并在公元７７２年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使得阿拉伯世界第一次知晓“正弦”“余弦”的概念及一张小规模的
正弦表。与此同时，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也被首次翻译为阿拉伯语，古希腊、古印度的三角学知识开始在
阿拉伯数学、天文学家们之间传播。
阿拉伯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正弦表的精度上。１０世纪晚期来自埃及的伊本·尤努斯（Ｉｂｎ

Ｙūｎｕｓ）在《哈基米历》（ＨāｋｉｍīＺīｊ）中给出了比托勒密关于ｓｉｎ１°更为精确的上下限，给出间隔１０′的弧所
对正弦表②。巴格达的阿布·瓦法（Ａｂū’ｌ－Ｗａｆā）在托勒密和尤努斯通过圆点向正弦曲线上某点引出直线
而确定上下限的基础上，升级为通过由正弦曲线上的两个已知点引出的直线来确定某一三角函数值的上
限或下限，升级的方法可以将精度提高六倍以上。但尤努斯和阿布·瓦法都没有脱离托勒密的几何模型。
之后吉亚斯丁·贾姆希德·麦斯欧德·阿尔·卡西（Ｇｈｉｙāｔｈ　ａｌ－Ｄīｎ　Ｊａｍｓｈīｄ　Ｍａｓ’ūｄ　ａｌ－Ｋāｓｈī）在《论弦
与正弦》（Ｒｉｓāｌａ　ａｌ－Ｗａｔｅｒ　Ｗａ’ｌ－ｊａｉｂ）中利用迭代算法求解一个已知系数的三次方程，这是一种求解ｓｉｎ１°
任意精确值的方法③。
卡西在书中给出托勒密定理后，提到毛拉·萨拉夫·丁·穆罕默德·伊本·马苏德·马苏迪（Ｍａｗｌā

Ｓｈａｒａｆ　ａｌ－Ｄī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ｎ　Ｍａｓ‘ūｄ　ａｌ－Ｍａｓ’ūｄī），这个人同样出现在卡西《算术之钥》第五卷的相关内
容中④。１７世纪土耳其史学家哈吉·卡里发曾经记载过马苏德是一位１３世纪的数学家，此处卡西指的应
该是他的著作《论还原与对消》（Ｒｉｓāｌａ　ａｌ－Ｊａｂｒ　ｗａ’ｌ－Ｍｕｑāｂａｌａ）。
尽管建立方程求解ｓｉｎ１°的思想是卡西首创，但是具体求解算法早已有之。据现有史料，在阿拉伯数

学史上首先在此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萨拉夫·丁·图西（Ｓｈａｒａｆ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Ｍｕｚａｆｆａｒ　ａｌ－Ｔｕｓｉ）⑤。１２
世纪末至１５世纪初不止一位阿拉伯数学家掌握了三次方程数值解算法，即“随乘随加”的机械算法。据现
有史料，这种利用“增乘”方式进行高次开方的算法也并非卡西所创，早期的奥马尔·海亚姆（Ｏｍａｒ
Ｋｈａｙｙａｍ）和萨玛瓦尔（ａｌ－Ｓａｍａｗ’ａｌ）在各自的著作中均使用过此法⑥。这种方法在中国宋元时期被称为
“增乘开方法”。
总之，阿拉伯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体系，他们的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三角学内

容，对后来欧洲人的深入研究以及三角学的分析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近代欧洲三角学体系得以构建

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进程的展开，世界学术中心从东方移到西方，由于三角学广泛应用于航海、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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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Ｐｔｏｌｅｍａｅｕｓ，Ａｌｍａｇｅｓｔｕｍ，Ｖｉｅｎｎａ：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５１５，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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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Ｊａｍｓｈｉｄ　ａｌ－Ｋāｓｈī，Ｍｉｆｔａｈ　ａｌ－Ｈｉｓａｂ （Ｋｅｙ　ｔｏ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Ａ．Ｓ．ａｌ－Ｄｅｍｅｒｄａｓｈ，Ｍ．Ｈ．ａｌ－Ｃｈｅｉｋｈ，ｅ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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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实地测量等领域，得到磅礴发展。欧洲第一部完全论述三角学的著作是德国数学家雷乔蒙塔努斯
（Ｒｅｇｉｍｏｎｔａｎｕｓ）所著的《论各种三角形》（Ｄ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ｉｓ　Ｏｍｎｉｍｏｄｉｓ）。１４５０年雷乔蒙塔努斯在维也纳大
学师从Ｇ．波伊巴赫（Ｐｅｕｅｒｂａｃｈ）学习天文学，１４６１年跟随约翰·贝萨里翁（Ｂｅｓｓａｒｉｏｎ）来到罗马，并于

１４６３年完成了《天文学大成概论》（Ｅｐｉｔｏｍｅ）。随后他意识到需要一本书来论述平面和球面三角形中边角
关系的法则，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容易深入理解托勒密的表格。他认为学习三角学法是阅读《天文学大成》
的前提，这些知识是通往整个天文学和某些几何问题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于１４６４年完成了《论各种三角
形》一书，对１６世纪的欧洲数学家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奥地利数学家、天文学家雷蒂库斯（Ｇｅｏｒｇ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Ｒｈｅｔｉｃｕｓ）于 １５３９年到波兰弗劳恩贝格

（Ｆｒａｕｅｎｂｅｒｇ）向著名科学家哥白尼（Ｎｉｃｏｌａｕｓ　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学习，并于１５４３年参与出版了哥白尼的《天体运
行论》（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ｌｙ　Ｓｐｈｅｒｅｓ）。哥白尼去世后，雷蒂库斯发现当时天文学观测日
益精密，推算更精确的三角数表已经刻不容缓，他便从天文学转向三角学研究，于１５５１年出版了《三角准
则》（Ｃａｎ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ｏｒｕｍ），其中包含正余弦、正余切和正余割六种三角函数表。他的创新之
处在于重新定义了三角函数，即三角函数为直角三角形边与边的比，从而脱离了过去那种必须依赖圆弧的
作法。雷蒂库斯晚年一直致力于完成一份更为精确的三角函数表，他已经意识到可利用高次方程数值解
法计算某些特殊角函数值，故１５４５年他去意大利拜访当时著名数学家卡尔达诺（Ｇｅｒｏｌａｍｏ　Ｃａｒｄａｎｏ），正
是这一年卡尔达诺发表了可以求解三次和四次方程的著作《大术》（Ａｒｓ　Ｍａｇｎａ），可惜无功而返①，雷蒂库
斯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之后雷蒂库斯的学生奥托（Ｌｕｃｉｕｓ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Ｏｔｈｏ）等５人又用了１２年时间，最
终于１５９６年在腓特烈四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ＩＶ）的资助下出版了Ｏｐｕｓ　Ｐａｌａｔｉｎｕｍ 一书。
当时欧洲许多数学家都在从事三角函数表的计算工作，当奥托修订的三角数表一经问世，阿德里安

斯·罗马纳斯（Ａｄｒｉａｎｕｓ　Ｒｏｍａｎｕｓ）率先指出雷蒂库斯的数值错误。晚年奥托疾病缠身无力修改，腓特烈
四世的皇家牧师、数学家巴托洛梅乌斯·毕的斯克斯（Ｂａｒｔｈｏｌｏｍａｅｕｓ　Ｐｉｔｉｓｃｕｓ）根据罗马纳斯的意见，在雷
蒂库斯数表的基础上，重新计算出０°到７°小数点后２０位的正弦值，然后利用这些数值修正了奥托所计算
的正切和正割数表，并于 １６０７ 年重新出版了雷蒂库斯的三角函数表 （Ｍａｇｎｕｓ　ｃａｎ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ｃ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ｏｒｕｍ）。１６１３年他又出版了一个更为精确的三角函数表（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ｕｓ），这个修订版
的雷蒂库斯三角数表成为后来多个领域内的标准数表，一直被使用到２０世纪初②。
毕的斯克斯于１５９５年在海德堡用拉丁文出版了著作《三角法》③（Ｔｒｉｇｏｎｏｍｅｔｒｉœ），主要讲述了平面

和球面三角学内容，是１６—１７世纪欧洲三角学体系构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现在英文中的
“ｔｒｉｇｏｎｏｍｅｔｒｙ（三角学）”一词即源于此书名。毕的斯克斯在《三角法》中特别提及他是从约斯特·布尔金
（Ｊｏｓｔ　Ｂüｒｇｉ）那里学到一般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应用到造三角函数表中。该问题曾一度困扰欧洲学界
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它的成功解决使得高精度三角数表的构造成为可能。通过卡西与毕的斯克斯这种复
杂而成熟的算法比较可知，二者在算法上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但还是略有区别。虽然对毕的斯克斯所引
布尔金算法的来源并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布尔金在数学史上并非首次给出这种算法，其是否受到伊斯
兰数学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角学知识跨文明传播交流的进程并没有停止，随着大范围的文化交流来到了古老的东方。

三、中国三角学的复兴

《周髀算经》中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
三，股修四，径隅五。”周公曰：“大哉言数！请问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复矩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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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①周公与商高的问答给出了中国古代以直角三角形———“矩”
为数学模型的系列算法及其应用。中国古代角的函数概念没有出现，却利用勾股定理形成数学模型，衍生
勾股和较、平方和较等数学式，用以训练当时数学的核心内容———整数、分数四则运算，并用矩这个数学模
型测天量地。
汉代《九章算术》勾股章中，出现了包括测望城邑、立表测望高远深等距离数据采集问题。这些问题的

解决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与《周髀算经》中的距离数据采集方法相似，都是以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数
学原理作为数学工具，通过可测量的距离数据采集所需的距离数据。魏晋时期，刘徽以《周髀算经》为基
础，总结并利用“重差术”，完善了以建立相似直角三角形为基础的测量数学原理与距离数据采集活动的测
量程序，标志着中国古代利用数学原理配合计算模拟采集距离数据手段的成熟。唐代李淳风为处理“第二
次盖天说”中的斜面大地测量日高的问题，对刘徽的重差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发明了“斜面重差术”，并
可能发展出利用一般相似三角形进行比例计算的方法②。
虽然唐代《九执历》《开元占经》都收有印度三角学，但是对中算的影响甚微③。僧一行编订的《大衍

历》在唐开元十七年起施行了２９年，其中含有一张相当于今天正切表的圭表影长表④。尽管《九执历》和
《大衍历》都在中国被保留，但是印度三角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远没有在阿拉伯世界大，中国依然继承着自
《周髀算经》以降的勾股术。

１６世纪初东方新航路开启了中西文化间大规模的交流。耶稣会士利玛窦确立以科学传教的方式扩
大福音，之后传教士们纷纷撰写各类科学著作，将欧洲的天文、数学、力学、机械学、测量学、医学以及各种
科学仪器相继介绍到中国⑤。在徐光启的领导下，中外学者共同促使中国最大的天算引进项目———《崇祯
历书》的编撰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翻译、会通、超胜”，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指导下，
中国第一部三角学译作《大测》编纂完成。由于三角学在清代历法计算中起着基础作用，“新历之妙，全在
弧三角，然必知平三角，而后可以论弧三角”⑦，所以尤受中算家重视。具体说来，西历在测天中引进弧三
角形，计算中引进割圆八线表⑧，测望中利用平三角。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历算学家，如薛凤祚、王锡阐、李
子金、梅文鼎、杨作枚、陈厚耀等，都有相关成果产生。中算家会通西方三角学的过程，是明末清初吸收西学
最精彩的一幕。一代代有识、有志的中算家在广泛吸收、研究西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西法存在的纰
漏，自觉地以更明、更简、更精为追求目标，将探寻数学内在原理、简化公式形式与计算方法、提高计算精度为
科学诉求，体现出数学研究中理性的认知论与价值观，并以中算的方法和思维，重构了传入的西方数学。另
一方面，西学的传入，也对中算家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客观的科学的方法与精神也在中国兴起。
康熙在《三角形推算法论》中称：“古人以圆容众角，众角容方，自方而三角勾股在其中矣。勾三股四弦

五者，以直角而论，乃一角九十度，并两角又九十度，即成半圆一百八十度也。若非直角出入九十度内外
者，勾股所不能推，虽分作直形，凑合偶成，亦非数家之堂奥，何足论哉！上古若无众角归圆，何能得历之
根，而成八线之表？”康熙整合中西三角学，成为他解决清初以来历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⑨。康熙亲自撰写
《三角形推算法论》，两大数学体系在清初中算家手中展现出特有的互动情景，使得明初以来一度衰微的中
算研究在此时恢复了生机。
康熙四十六年，从测量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开始，测量人员进行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工作。根据当时参

与全国地图测绘的雷孝思的报告�10，《皇舆全览图》使用的测量方法主要是三角测量。以三角学作为数学
工具测量两地间的相对位置数据，并使之形成环环相扣的三角网，既可以通过交会法测量难以到达地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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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书春：《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一）》，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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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位置，也可以将各位置间的角度与距离数据通过三角学原理进行校正。测量人员得到６４１个测量控
制点①，并形成三角测量的平面控制网。康熙五十六年至康熙五十七年对各省测量内容进行整理与转绘，

最终完成《皇舆全览图》，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这次地图绘制还培养了大量的测绘技术人员，从西藏地区的地图测绘过程来看，在没有西方传教士实
地测绘下，中国的测绘工作者已经可以完成广大地区的测绘工作②，从而直接影响乾隆时期新疆地区的测
绘③。此时中国古代原有的勾股术蜕变为中西会通后的三角学，不但对中国国家疆域的形成以及数学的
近代化历程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辐射到周边国家。

四、中西交融后的三角学对日本、朝鲜的影响

中国传入朝鲜的数学内容相当丰富，其中三角学是一项重要内容。１７世纪至１８世纪前期，朝鲜从中
国引入《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大测》《割圆八线表》《几何要法》《比例对数表》《三角
算法》等和三角学直接相关的著作。１６４４年金堉从北京购得汤若望所编“数术诸书”④，即《西洋新法历
书》。崔锡鼎藏有“西洋历书十四册”，“又得西洋法立成表四册”⑤，其中就有三角函数表。朝鲜学者也通
过中西会通后的三角学著作学习理解三角学。如赵泰耉的数学著作《筹书管见》中记载了自己对割圆术的
理解，并证明了三角形三边求积术，他称：“天元者，少广之演也；三角，勾股之奥也。亦岂能舍《九章》而法
哉？”赵泰耉在《筹书管见》中提到了平三角和弧三角，但是没有进行研究。《筹解需用》是朝鲜第一本真正
研究三角学的著作。

朝鲜实学中北学派之代表洪大容在数学著作《筹解需用》中系统地阐释了三角学。《筹解需用》“内编
下”有“句股总率”、“三角总率”、“八线总率”，以中国造三角函数表的“六宗”、“三要”、“二简法”模式为基
础，从勾股形互求到勾股形内切、外接圆、斜边上的垂线、内容方边，再进而到一般三角，然后是三角函数，

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平壤人赵义纯在《数理精蕴》《堑堵测量》《历象考成后编》《测量全义》《三角算法》等
中算著作基础上完成《算学拾遗》⑥四卷，详细阐释了以往朝鲜数学家很少关注的球面三角学问题。

黄胤锡则把《律历渊源》所汇集的三书之间的关系概括为“相须并资，一体一用”，并称“信乎！康熙制
作之该且密也”⑦，之后在“题《数理精蕴》写本”中对《律历渊源》⑧给出了更为全面的评价。如果站在三角
学体系构建的角度上看，黄胤锡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他似乎是东亚近代数学家中唯一一位表达这一
观点的学者。他在“弧弦约说”中明确表示是受《数理精蕴》和《历象考成》的启发才弄清上述问题的⑨。

日本和算家也对借由中国传来的三角学典籍给予了强烈的关注。享保５年（１７２０），清朝历算学家梅
文鼎的《历算全书》从中国传到了日本，传来的三角学使日本古代以比例法和重差法为基础的古代测量法
焕然一新�10。中国传来的三角学，特别是球面三角学能进行更为有效的球面测量，对于日本天文学和航海
学是一种非常重要测量方法。日本著名数学史家三上义夫就曾指出，像清朝梅文鼎所著的《历算全书》以
及官修所著的《数理精蕴》等介绍三角学的书籍还是传到了日本。特别是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已做了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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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从而将中国三角学传到日本。《数理精蕴》中已经使用了对数表，从此之后日本也开始使用对数，球
面三角学以及对数问题也引起了和算家的注意，在各种书里都有所见①。
新来的三角学和旧有的测量法相比有着极优越的地方，建部贤弘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弟子中根元

圭利用三角学初次尝试测定月亮和太阳的高度。在中根元圭之后学习中国三角学的是元圭的弟子幸田亲
盈，其著有《八线表解义术意》。之后户板保佑撰写了《八线表解并八线再考》。延享３年（１７４６）１０月修改贞
享历，中根元圭的弟子山路主住前往京都进行协助改历②，用到了《八线表解》《八线表》乾坤卷③，这直接来
自中国的《割圆八线之表》。此外还有松永贞辰和岩井重远，他们也有三角学著作，均来自中国④。
享和元年（１８０１），幕府天文方高桥至时给津轻蕃的天文家穴泽宇多太去信，信中指出八线表是天文、

测量中不可缺少之物，并称《历算全书》是“历学必备之书”。当时高桥至时的书桌上还有用三角学详解天
球上太阳、月亮、行星位置计算的《历象考成》⑤。享和３年（１８０３），高桥至时又给丰后的历算学者矢野三
郎一封信。信中高桥一方面高度赞扬了《割圆八线表》在历算学研究中的有用性，另一方面还鼓励人们学
习详细介绍有八线表造表法和应用的《历算全书》⑥。高桥至时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天文学者，极大地
推动中国三角学典籍在日本的广泛流传。
和算家们积极学习吸收《历算全书》《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等书中的三角学内容。这

些中国数学典籍不仅对１８世纪后期到１９世纪初期的和算家们影响颇大，而且对兰学学者理解近代数学
用语方面充当了参考书的角色，如长崎的荷兰稽古通词志筑忠雄和大阪的山片播桃等人的书中就多次引
用中国三角学典籍中出现的新学术用语。

结 语

以上以文献为基础，大体勾勒出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等各文明在三角学形成过程中的原
创性作用，文艺复兴后汇聚到近代欧洲，产生系统性的三角学，并在大航海时代传入中国，不但促进中国传
统勾股术的复兴，更是在大地测量领域取得全球领先成果，开启了中国乃至东亚近代化历程。这条有迹可
循、脉络清晰的线索，构建出一个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成功案例。全球视野下三角学的传播史对今天贯彻全
球文明倡议有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各文明均对三角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贡献，文艺复兴后欧洲产生近代科学，是各文明交流互鉴

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吸纳西方三角学，并将传统勾股测量迭代升级为三角测量，取得了世界领先的
成果。今天应充分肯定不同文明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更应在三角学的交流互鉴历程中探寻中国作为世界
上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在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能动性。
其次，在实践的场域中促进文化传承与交流互鉴。各文明三角学之所以能够有序传承并成为各文明

交流互鉴一个典型案例，关键在它与天文观测、历法授时、大地测量、航海远洋等实践活动息息相关。文化
自信来源于实践。今天中国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以“两个结合”为指
导，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最具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立足中国看世

界，就要以全球视野，梳理中国角色，找准契合点，用不同文明间共同的主题为主线，有选择地链接异质元
素，在实现中国文化与全球共同议题有机组合的基础上，赢得世界不同文明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价
值理念的理解，用成系列的契合点和现代传播矩阵，共同搭建起中国与其他国家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体
系，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球认同。

责任编辑　肖海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三上义夫：《佐佐木力编『文化史より見たる日本の数学』》，《岩波文庫》，１９９９年。
参见日本学士院编：《明治前日本天文学史（新订版）》，东京：野间科学医学研究资料馆，１９７９年，第２７６－２７７页。
参见宫城县立图书馆编：《伊达文库目录》，１９８７年。
藤原松三郎：《建部賢弘の弧率とわが国最初の三角関数表》，《東京物理学校雑誌》第６００号，１９４１年，第４０３页。
参见上原久、小野文雄、广濑秀雄：《天文历学诸家书简集》，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２页。
参见上原久、小野文雄、广濑秀雄：《天文历学诸家书简集》，第８６页。


